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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挤出了中小企业贷款吗？ 

 

马光荣 刘畅 曹光宇 

 

内容提要：中小企业融资是党中央以及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将县级地方政

府融资平台名单与 2006-2011 年县级金融机构贷款数据进行匹配，利用不同县成立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时间的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首次从实证上发现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县域中小企业贷款

的挤出效应。我们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将会显著降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放的中小企业贷

款，但不会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的中小企业贷款。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提高了

县域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但未能在短期内带来经济产出的显著提升。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

府融资能够通过挤出中小企业贷款这一渠道对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产生影响。本文的发现对今

后一个时期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和进一步深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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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长期以

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小企业，采取了诸多举措保障中小企业权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在国家政

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势头总体良好，但在融资等方面仍面临一定的壁垒和困难。这

一问题在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在个别行业和地区暴露得尤为明显。为此，习近平总

书记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主持召开的民营经济座谈会上专门强调，必须“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
①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②中小企业由于信用缺失、抵押不足等特性，在信息

不对称的金融市场天然处于劣势地位（Beck & Demirgüç‐Kunt, 2006）。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会

影响中小企业的经营决策，限制中小企业的发展（Beck et al., 2005; Cull & Xu, 2005）。 

讨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成因需要从金融市场的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个方面展开。在金融市场

供给端，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仍然以银行（特别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主体，这一金融体系在为

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方面具有天然的劣势（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刘畅等，2017；张一林等，2019）。

                                                        
 马光荣（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财政金融学院。刘畅，普林斯顿大学当代

中国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曹光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①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8 年 11 月 1 日。 
② Beck & Demirgüç‐Kunt（2006）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较为完备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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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实证研究从作为信贷供给方的金融机构入手，讨论了银行规模、银行业集中度和银行业竞争程

度等金融结构特征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一般的结论是，银行规模越大、银行业集中度越高、银

行体系竞争程度越低，中小企业越难获得贷款（Berger & Black, 2011; Chong et al., 2013）。 

在金融市场需求端，中小企业面临着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等不同融资者的激烈竞争（陆正飞等，

2015；王永钦等，2015）。在中小企业的诸多信贷市场竞争者中，地方政府需要受到特别的关注。

地方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深度参与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作为地方政府金融创新的重要组

成部分，各级地方政府纷纷成立政府融资平台，并通过这些平台从金融体系获得资金用于地方经济

建设。与中小企业相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拥有更为充足的抵押品以及地方政府的隐性兜底保障，

在获取银行信贷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审计署发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2011 年第

35 号审计结果公告）显示，2010 年底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当中，从融资主体来看，由融资平台

公司举借的为 49710.68 亿元，占地方政府性债务的 46.38%；从资金来源来看，来自银行贷款有

84679.99 亿元，占地方政府性债务的 79.01%，而这一数额甚至高于 2010 年年末的全部中小企业贷

款余额（约 72700 亿元），约占当年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境内贷款余额的 17.7%。巨大的体量使得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信贷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地方金融市场资

源配置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尚未得到文献的关注。 

本文将县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名单与 2006-2011 年县级金融机构贷款数据进行匹配，利用不同

县成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时间的差异构造双重差分（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DID）模型，从实证

上发现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挤出效应。具体而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将

会显著降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但不会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的中小企业贷款。进

一步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提高了县域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但未能在短期内带来经济

产出的显著提升。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融资能够通过挤出中小企业贷款这一渠道对整个

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本文首次从实证上发现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为解决中小企业

融资难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一个过渡性制度安

排，在基础设施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范剑勇和莫家伟，2014；Song & Xiong, 2018）。

近年来，一些文献开始关注地方政府债务所带来的潜在负面效应。Huang et al.（2016）和 Liang et al.

（2017）分别将自行构建的地方债指标和城投债数据与样本多为大中型企业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匹配后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民营企业的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投资没有显

著影响；地方政府债务增加会提高国有企业的杠杆率、降低民营企业的杠杆率。与上述研究不同的

是，本文直接考察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县域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说，本文从

地方政府债务的视角研究了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经济活动的挤出效应。 

 

二、制度背景 

 

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面临着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不匹配的困境，在经济建设（特别是

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然而，1994 年《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在

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这一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以“土地财政”

为主和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的两个阶段。 

根据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地方政府是城市国有建设用地的唯一供给者。在以“土地财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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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筹资模式的第一阶段，地方政府利用其在土地市场的垄断地位，在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上采取

不同的出让策略。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住用地，地方政府在短期获取财政收入和长

期吸引工业投资之间实现了平衡（范剑勇和莫家伟，2014）。然而，“土地财政”筹资模式很快到达

了其瓶颈期。一方面，2003 年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各类管制措施逐渐增强（白彦锋

和刘畅，2013）；另一方面，随着征地成本的上升，地方政府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利润率逐年下

降。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方政府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开始进入以融资平台债务为

主要筹资模式的第二阶段。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具有如下一些共同特点：1、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地

方政府设立并由地方政府绝对控制，平台公司负责人由地方政府任命并接受其直接领导；2、地方

政府融资平台直接参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3、地方政府向融资平台公司注入财政资金或者

土地使用权等国有资产，作为其在金融市场进行融资的抵押品；4、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时由地

方政府提供担保或者隐性担保承诺。 

为了应对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的负面影响，中央出台了以―四万亿‖

经济刺激计划为核心的一揽子政策措施。现有的文献普遍认为这一刺激计划是诱发中国地方政府债

务规模膨胀的重要原因（Bai et al., 2016; Liu & Xiong, 2018; Song & Xiong, 2018; Chen et al., 2020）。

2009 年 3 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原银监会联合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09]92 号），明确提出“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增加地方财政贴息、

完善信贷奖补机制、设立合规的政府投融资平台等多种方式，吸引和激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中

央投资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

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2009 年 10 月，财政部公布了《关于加快

落实中央扩大内需投资项目地方配套资金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建[2009]631 号），允许地方政

府利用政府融资平台通过市场机制筹措用于中央扩大内需投资的地方配套资金。在上述文件的推动

下，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举借的债务出现了井喷，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增长率从 2008 年的 23.48%

急剧攀升至 2009 年的 61.92%。②
 

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模的急剧扩张和局部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暴露，中央政府

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政策导向在较短的时间内由鼓励转为收紧和控制。2010 年 6 月，《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 号）中首次要求对融资平台公

司债务进行全面的清理。在平台分类管理方面，文件要求“对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且主要依

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今后不得再承担融资任务”；在融资担保方面，―地方各级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机构和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的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均不得以财政性收入、行政事

业等单位的国有资产，或其他任何直接、间接形式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提供担保‖；在银行贷款

准入条件、审批要求和监督管理方面也要求执行更为严苛的标准。2011 年 3-5 月和 2013 年 8-9 月，

审计署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组织了两次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反映出决策层对地方政府性债务

风险的高度警惕。在两次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基本摸清地方政府债务存量的情况下，一系列清理、

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政策文件密集出台。 

2014 年 8 月，新《预算法》通过，地方政府正式拥有了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的法定权力。《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规定，地方政府举债必须采取政府

                                                        
① 现有的文献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重大转变（郑思齐等，2014；Bai et al., 2016；张莉等，2018；Song & Xiong, 

2018；Liu & Xiong, 2018）。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2011 年第 35 号审计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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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方式，并且不得突破上级规定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限额。地方政府债务被分为一般债务和专项

债务两类，分别通过发行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融资。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功能自此被剥离。由

于存量债务数额巨大，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债务展期压力。部分地方政府债务转入金融机构的表

外渠道（即所谓的―影子银行‖），例如政信合作信托贷款、金融租赁、委托贷款、保险理财、银票

保函和资管计划等形式继续运转。部分地方政府还通过 PPP 模式、政府投资基金和政府购买服务等

方式变相举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2018》披露，某省 2017 年年末的隐性债

务比显性债务高出 80%，其中来自银行的显性和隐性债务占全省债务总额的比重超过 35%。这一案

例表明，地方政府在债券市场以外的融资行为并未真正消失。 

在信贷市场上，中小企业在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地位。首先，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资本充足，并且拥有地方政府注入的土地使用权、土地出让收入以及其它优质国有资产，

这些优质资产天然就是银行发放贷款的抵押物。其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通常都由地方政府以自身

信用进行直接担保或者隐性担保。最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地方政府设立并绝对控制，其所开发

建设和运营的项目基本上都由地方政府推动和主导，给这些项目发放贷款即使出现问题在国有大型

商业银行内部也不易被追究责任。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有理由推测，在当前我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占据主导地位的信贷市场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可能会对中小企业贷款产生挤出效应。 

 

三、实证策略与数据描述 

 

1.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的定义 

受到数据来源的限制，现有的研究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文献主要使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发行

的城投债余额作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代理变量（例如王永钦等，2016；张莉等，2018）。这一指

标存在着以下两点局限性，无法被用于本文的研究。第一，城投债的发行门槛很高，只有较大的地

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才能发债，因此城投债余额不能很好地度量不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和多数县级地

方政府的融资行为。第二，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无法直接在债券市场发行企业债券，银行信贷是其主

要的融资手段。如果我们想要研究地方政府债务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就必须关注地方政

府在信贷市场上的活动。 

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指出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地方政府融资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审计署

分别于 2011 年和 2013 年对全国范围内所有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了“见人、见账、见物，逐笔、

逐项”的系统性审计。两次审计中涉及到的所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均被纳入了原银监会的监管范围。

为了便于金融机构更好地控制地方债务风险，原银监会每季度提供一次完整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名

单。为了防止遗漏，我们将各季度提供的名单取并集，获得了较为完整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名单库。

我们根据平台名称及其对应的组织机构代码，利用网络爬虫技术从几家大型企业信息查询网站抓取

了所有平台公司的成立时间、登记机关和所在地等信息，并将其匹配到各县级行政单位。我们从以

下两个方面对融资平台名单进行了精炼。第一，原银监会披露的政府融资平台名单当中，包括部分

政府部门（如县财政局、交通局）和事业单位（如学校、医院）。一方面，此类平台的融资活动依

附于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自身职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另一方面，这些部门

和事业单位不存在具有现实意义的成立时间，因而我们将其从名单中删除。第二，我们主要在县级

层面考察地方政府融资的影响，因此删去了省、地级的政府融资平台。 

理想状态下，我们应当使用某地所有平台的年度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分析。遗憾的是，我们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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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开渠道获取这一数据。作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我们利用某县某年开始设立地方政府融资

平台的哑变量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如果该县之前已经有了融资平台，新增加融资平台公司的

数量时我们不再更改这一解释变量的取值。①各年度县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情况如图 1 所示。

可以看到，各县首次成立融资平台的时间具有较大的差异。截至 2005 年底，约有 50%的县级行政

单位已经设立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本文的样本期内（2006-2011 年），这一比例上升至 80%。在

2012 年之后，仍有约 20%的县级行政单位没有成立融资平台。这一县域-年度层面的变异为我们使

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挤出效应提供了可能。 

 

 

图 1 分年度县级政府融资平台成立情况 

 

2. 实证策略 

本文采用如方程（1）所示的双重差分模型识别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因变量的影响： 

' '( )ct ct c t c c t ct cty PostTreat G t S X                         （1）
 

其中 yct 为县域-年度层面的因变量；PostTreatct 为我们所关心的核心自变量，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

立，当 c 县 t 年存在政府融资平台时取 1，否则取 0；α 为常数项；μc和 λt分别代表县域固定效应和

年度固定效应；Xct 为县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和第二产业增加值

占 GDP 比重度量的县级产业结构、用年末总人口对数值捕捉的县级经济规模以及地级层面的外商

                                                        
① 根据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也考虑了在基准回归中加入 log(1+融资平台个数)或者单独使用其作为自变量

的模型，但未能发现其在本文使用的主要解释变量之外有额外的解释力。是否成立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融资平台

的数量两种度量指标是经济学中经典的外延边际（extensive margin）和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差别的问题。对

这一发现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有与无直接决定了县级地方政府能否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方

式融资，其影响更为重要。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不是度量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好的指标。

各地区设立数量众多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主要目的是绕开法律和政策层面的制度限制，不同公司之间存在复

杂的股权、债券和人事关联，更多的是相互配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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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对数值
①
；εct为误差项，我们使用县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②；β 为我们关心的核心参数，

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首次设立融资平台公司

的时间并不是随机的，而是由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情况和地方政府财力缺口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

的。尽管本文所关心的主要因变量中小企业贷款不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是否设立融资平台的决策，

但仍可能存在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混淆变量（confounding variables）同时与中小企业贷款和地方政

府融资平台成立相关。为此我们参照 Duflo（2001）的做法，在 DID 模型中控制了先定县域特征（Sc）

与年度固定效应（λt）的交互项，从而允许这些县域特征在各年度对因变量产生异质性影响。在控

制了先定县域特征与年度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以及加入表示 c 县属于处置组还是对照组的虚拟变量

（Gc）的线性时间趋势（Gc ×t）后③，DID 模型中处置组（treatment group）和对照组（control group）

的因变量在地方融资平台成立之前的平行趋势假定被放松为条件平行趋势假定（Li et al., 2016）。为

了对因变量是否满足事前平行趋势进行检验，同时探究处置效应（treatment effect）的时间分布，我

们估计如式（2）所示的事件研究（event study）方程： 

6 4
' '

1 0
( )ct j cj k ck c t c c t ct ctj k

y Pre Post G t S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其中 Precj为一组虚拟变量，代表处置组 c 县在政府融资平台成立之前第 j 年；Postck则代表处置组 c

县在融资平台成立当年（k=0）及成立后第 k 年。受到图幅的限制，我们将成立前 6 年以上的各期归

并到第 6 年、成立后 4 年以上的各期归并到第 4 年，并以融资平台成立前第 3 年作为基期。此时融

资平台成立之前各期系数的估计值可用于检验处置组和对照组样本在融资平台成立之前的趋势是

否平行，而之后各期系数的估计值则可以刻画融资平台成立后各年度处置效应的分布情况。方程（2）

中其它变量的含义均与方程（1）相同。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Panel A：县域-年度结果变量 

国有大型商业银

行 

中小企业贷款（log） 10936 8.350 3.153 

中小企业贷款占比（%） 10936 19.529 22.152 

获得贷款企业数（log） 10936 3.823 1.892 

贷款余额（log） 10936 11.198 1.630 

农户贷款（log） 10936 6.930 3.336 

不良贷款（log） 10936 7.249 3.217 

农村金融机构 

中小企业贷款（log） 10982 8.907 2.484 

中小企业贷款占比（%） 10982 21.457 18.149 

获得贷款企业数（log） 10982 4.462 1.840 

贷款余额（log） 10982 11.164 1.071 

农户贷款（log） 10982 10.394 1.344 

                                                        
① 如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通过这些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作用于我们关心的因变量，那么这些控制变量可

能成为“坏控制”（bad control）。幸运的是，我们发现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对我们关心的系数的影响极为微小。 
② 允许误差项在各县所在的地级行政区域内相关也不会对本文回归结果的统计推断产生影响。 
③ 在本文中，2011 年及之前已经成立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县被定义为处置组，其余的县为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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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贷款（log） 10982 8.856 1.544 

县域中小企业贷款（log） 10936 10.336 1.835 

地级行政区其它县中小企业贷款（log） 10800 12.451 1.687 

人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元/人） 10936 16152.2 17403.38 

人均GDP（元/人） 10936 8276.258 11421.53 

Panel B：县级先定特征变量（2005） 

人均GDP（元/人） 1898 9624.062 8632.67 

人口密度（万人/平方公里） 1898 392.058 568.013 

人均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元/人） 1898 0.030 0.030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GDP比重（%） 1898 0.622 0.290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比重（%） 1898 0.477 0.280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GDP比重（%） 1898 0.343 0.291 

平均海拔（米） 1898 802.218 915.372 

平均坡度 1898 2.608 2.422 

Panel C：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 

县级层面 

人口总数（log） 11049 3.590 0.818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11049 24.284 12.599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11049 42.669 16.502 

地级层面 外商直接投资（log） 1854 10.739 1.998 

 

3. 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用的县级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来自原银监会，样本时间跨度为 2006-2011 年。在本文的

样本区间，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在非市辖区的县网点数量有限，我们主要关注国有大型商业银

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前者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等

五家综合性大型商业银行，后者则指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

构、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六类农村金融机构。在统计指标方面，我们重点关注贷款总额、

中小企业贷款、农户贷款、不良贷款以及获得贷款的企业数等变量。①
 

正如本文以上部分所介绍的，我们控制了先定县域特征与年度固定效应的交互项。我们考虑了

以下四个方面的县域特征。其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主要以人均 GDP 和人口密度来衡量；

其二是地方政府财力和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度量指标为人均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和城镇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额占 GDP 的比重；其三是金融深化程度，我们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和年末金融机构

各项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最后是自然条件，我们以县域内的平均海拔和平均坡

度度量。由于本文所使用的因变量样本区间为 2006-2011 年，我们以 2005 年各县上述变量取值作为

先定县域特征。县级 GDP 来自各省、市年鉴；年末总人口、行政区面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和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来自《中国县（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6）》；各县的平均海拔和平均坡度由数字高程模型（DEM）和地理信息系

统软件 ArcGIS 计算得到。本文随后的分析中还使用了一些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分县

                                                        
① 本文原始数据中所指的中小企业，系根据 2003 年国家四部委联合发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统计的，

与当前执行的标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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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年度的年末总人口对数值、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各自占 GDP 的比重以及分地级行政区域分年度

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对数值，其中地级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①本文中所有以货币计

价的指标，都用省级 GDP 平减指数调整到以 2006 年为基期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②考虑到市辖

区对地市本级政府的依赖程度较高，并且我们无法区分地级市本级融资平台公司和市辖区融资平台

公司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象不包括市辖区。考虑到四个直辖市和西藏自治区在经济地位方面的特

殊性，我们删去了直辖市和西藏自治区的样本。最终，我们使用的是 1898 个县 2006-2011 年的面板

数据。③表 1 汇报了本文用到的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于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 

 

1. 基本实证结果 

我们首先报告本文的基本实证结果，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于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表 2

前两列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对数值作为因变量，其中第 1 列仅控制了县域和年度固

定效应，第 2 列加入了处置组线性时间趋势、先定县域特征（即表 1 的 Panel B 中的变量）与年度

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以及随时间变化的其它控制变量。通过加入上述控制变量，我们的模型可以更灵

活地捕捉各类县域特征对因变量的异质性时间效应，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偏误。

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

应。 

表 2 第 3、4 列关注的是农村金融机构的中小企业贷款。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估计结果相比，

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均较小并且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中小

企业贷款并未产生实质影响。由于农村金融机构资本规模较小、贷款结构中的高风险贷款比例更高、

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差，原银监会对农村金融机构发放融资平台贷款一直持审慎态度并且出台了一系

列的文件加以限制。例如《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项目贷款和行业贷款风险提示

的通知》（银监办发[2009]343 号）中明确要求将政府平台公司类项目贷款列为监管重点，“对资本

金不实、不到位的项目或出资不实，治理架构、内部控制、风险管理、资金管理运用制度不健全的

政府平台公司，要严格限制贷款”，“不得与地方政府签署无特定项目的大额授信合作协议”。在本

文使用的样本中，中小企业贷款和农户贷款两项就占据了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 76%。由于地方

政府融资平台主要通过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获得贷款，我们未能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农村金

融机构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产生挤出效应也就不难理解了。 

大量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以农村金融机构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比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代

表的大型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具有优势（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李志赟，2002；

刘畅等，2017；张一林等，2019）。已有的文献主要关注的是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在“软

信息”搜寻上比较优势的差异以及两类金融机构在内部授权结构和激励方面的不同。本文发现了地

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不同类型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的异质性影响，为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

提出的“中小金融机构优势”假说从地方政府债务挤出效应的角度提供了新的作用机制。 

 

                                                        
① 外商直接投资用当年外币对人民币平均汇率换算为以人民币计价。 
② 省级 GDP 平减指数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③ 需要指出的是，这 1898 个县当中有 4 个县没有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另有 5 个县没有农村金融机构

的分支机构。因此在后续的回归分析中，以五大行和农村金融机构指标为因变量的回归样本组成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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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因变量 中小企业贷款（log） 

金融机构类型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农村金融机构 

政府融资平台成立 -0.653
***
 -0.551

***
 0.069 0.028 

 (0.163) (0.157) (0.099) (0.101)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处置组线性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县域特征×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县级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聚类数 1894 1894 1893 1893 

样本观测值 10936 10936 10982 10982 

注：括号中报告的是县级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 10%

的显著性水平。以下各表的模型设定如果没有特殊说明均与第 2 列相同。受到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报告各控制变

量的估计系数。 

 

2. 事前平行趋势假定检验 

使用 DID 模型需要满足一系列前提假设，其中最重要的是平行趋势假定。由于处置组样本的反

事实结果无法观测，文献中通行做法是检验其成立的必要条件，即事前趋势是否平行。我们在表 2

第 2 列对应的模型设定下估计方程（2），并将事件研究各期估计系数及其置信区间绘制在图 2 中。

对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Panel A），融资平台成立前的各期处置组和对照组的样本中小企业贷款差

异在 0 附近波动，并且不存在明显的趋势性变动；而在融资平台成立之后，中小企业贷款显著降低，

并且这一影响逐年增大。对于农村金融机构（Panel B），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前后几期哑变量的估计

系数的变动趋势几乎在 0 附近呈线性并且在统计上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处置组和对照组样本的

因变量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之前具有相似的时间趋势。 

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只在某些特定的模型设定下成立，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

验。第一，我们在表 3 第 1 列中将因变量换成中小企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成立同样导致了中小企业贷款占比的下降，表明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挤出效应并不

是由特定的因变量形式所驱动的。第二，中国农业银行于 2007 年 11 月进行了上市前的不良贷款剥

离，其贷款数据口径在不良贷款剥离前后存在较大的差异。为确认本文的主要实证结果没有受到该

事件的影响，我们用其他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数据重新计算因变量，第 2 列中回归系数的变化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三，我们在基准模型设定中使用的一系列控制变量仍不能完全消除对处置组

和对照组可比性的担忧。例如，那些直到 2011 年年底还没有成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县通常位于西

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其经济结构可能以大型企业为主。在第 3 列中，我们去掉了这些

县的样本。此时，我们比较的是那些 2011 年年底之前成立了政府融资平台、但首次成立时间不同的

县之间中小企业贷款的差异。第 3 列的估计系数不仅仍然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而且其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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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值与基准回归相比略有增大。第四，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各部委在 2011 年集中出台了一系列关

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银行贷款的政策文件。①为了说明本文的结果不会受到 2011 年开始集中出台

的各项监管政策的影响，我们在第 4 列中使用去掉 2011 年观测值的子样本进行回归，实证结果依然

稳健。 

 

 

Panel A：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Panel B：农村金融机构 

图 2 事件研究（Event Study） 

注：图中以-3 期为基准，其它各期的系数均为与该期的相对值。实心点为各期系数的点估计，短竖线为 95%显

著性水平下使用县级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计算的置信区间。 

 

表 3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因变量 中小企业贷款占比

（%）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贷款（log） 

稳健性检验 改变因变量形式 去掉中国农业银

行 

去掉2011年底仍未

成立融资平台的县 

2006-2010年子样

本 

政府融资平

台成立 

-6.054
***
 -0.532

***
 -0.603

***
 -0.551

***
 

(1.274) (0.149) (0.158) (0.157) 

聚类数 1894 1894 1467 1894 

样本观测值 10936 10936 8551 10936 

 

                                                        
①
 例如，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 号）文件的要求，

所有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被分类管理、区别对待，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并且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

务的融资平台公司在文件发布之后不得继续承担融资任务。随后，从 2011 年开始大量融资平台公司纷纷“退

出”。这些平台公司仍然在银监会的监管范围内，但被标示为“退出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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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安慰剂检验的估计系数分布 

4. 安慰剂检验 

为检验本文的基准实证结果是否由某些偶然因素驱动，我们采用随机生成的虚拟的融资平台成

立事件进行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在本文实际使用的样本中，处置组共有 1466 个县。我们将

2005 年及之前年度记作 year1，2006-2011 年记作 year2、„„、year7，2012 年及之后的年份记作 year8，

上述各时期首次成立融资平台的县个数分别记为 k1、k2、„„、k8，k1+k2+„„+k8=1466。参照真实

的数据生成过程，我们按照以下步骤生成虚拟的融资平台成立事件：我们首先从所有县当中随机抽

取 k1 个，将其视为在 year1 年成立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随后在剩余的县中随机抽取 k2个，将其视

为在 year2 年成立了融资平台„„重复上述步骤直至抽取出在 year8 年成立融资平台的 k8个县。随机

抽取完成后，我们构造相应的虚拟自变量在方程（1）的模型设定下进行回归，得到相应的 β 估计

值。我们利用蒙特卡洛模拟重复上述步骤 1000 次，并将所得系数的分布情况绘制在图 3 中，表 2

第 2 列所对应的基准回归结果如图 3 中的左侧竖线所示。1000 次蒙特卡洛模拟所得的估计系数的绝

对值均小于使用真实数据所得的估计系数（-0.551），并以 0 为中心呈正态分布。由此，我们可以认

为基准回归结果并不是由某些偶然因素引起的。 

 

表 4   三重差分估计 

因变量 中小企业贷款（log） 

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0.744
***

 

 (0.187) 

县域-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年度-金融机构类型固定效应 控制 

县域-金融机构类型固定效应 控制 

聚类数 1889 

样本观测值 2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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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重差分估计 

基于表 2 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异质性影响，我们构

造了如方程（3）所示的三重差分（Differences-in-Differences-in-Differences，DDD）策略，以期进

一步消除 DID 模型中未能控制的遗漏变量带来的潜在内生性问题： 

cft ct f ct cf ft cfty PostTreat Large            ，          （3） 

其中 f 为代表金融机构类型的下标（两类金融机构分别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Largef

为代表金融机构类型的虚拟变量，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取 1 而农村金融机构取 0。δct、φcf和 ρft 分别代

表县域-年度固定效应、县域-金融机构类型固定效应和金融机构类型-年度固定效应，以吸收这三个

层面的不变特征，从而将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方程（3）中其他符号的含义

与方程（1）相同。此时每县每年有两条数据，分别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的中小企

业贷款对数值。三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β 估计值依然在 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遗漏

变量问题对 DID 模型实证结果的影响较为有限。 

 

五、进一步的讨论 

 

在本文以上部分中，我们通过一系列实证检验证明，县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将会对辖区内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产生挤出效应。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讨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

立对地方金融机构其他一些变量的影响、探索这一挤出效应在不同的县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以及融

资平台成立对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 

首先，我们在表 5 的第 1 列和第 5 列分别考察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通过两类金融机构获

得贷款企业数的影响。这一统计指标的口径为获得贷款的全部企业，既包括了中小企业也包括了大

型企业。考虑到一个县级行政区域获得贷款的大型企业个数相对比较稳定，我们认为这一指标更多

地反映的是该地区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数的变动情况。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显著降低了所在的县

通过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数，但对获得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的企业数则没有影响，从而

进一步证实了本文基准回归的发现。表 5 的第 2 列和第 6 列考察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两类不

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融资并未对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产生显著影响，我

们因此得以更加稳妥地将表 2 中基准回归的结果解释为“挤出效应”。表 5 的第 3 列和第 7 列考察

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辖区内农户贷款的影响。与中小企业贷款一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

同样只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农户贷款存在挤出效应，而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农户贷款余额没有影

响。这一发现进一步增强了本文基准回归结论的可信度。 

其次，我们还关心不良贷款余额这一重要的金融监管指标。相对于风险更大的中小企业贷款，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违约现象较为少见。如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确实是通过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获

得了大量的贷款，我们理应观察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在地方融资平台成立之后出现

一定程度的下降，而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则不应受到影响。表 5 第 4 列和第 8 列的回归结果证

实了上述猜测。这一发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对平台类贷款的

偏好。在当前极为严格的不良贷款指标监管体系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必然更加青睐风险较低的政

府平台贷款，而不是高风险的中小企业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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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其他结果变量 

 (1) (2) (3) (4) (5) (6) (7) (8) 

金融机构类

型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农村金融机构 

因变量 获得贷

款企业

数（log） 

贷款余

额（log） 

农户贷

款（log） 

不良贷

款（log） 

获得贷

款企业

数（log） 

贷款余

额（log） 

农户贷

款（log） 

不良贷

款（log） 

政府融资 

平台成立 

-0.310
***
 -0.020 -0.516

***
 -0.468

***
 0.073 0.008 0.027 0.020 

(0.088) (0.050) (0.184) (0.156) (0.081) (0.017) (0.051) (0.053) 

聚类数 1894 1894 1894 1894 1893 1893 1893 1893 

样本观测值 10936 10936 10936 10936 10982 10982 10982 10982 

 

接下来，我们将各县在初始经济禀赋和融资手段多样性方面的差异考虑进来，探究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成立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挤出效应在不同的县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首先，我们构造一个表示

某县 2005 年人均 GDP 是否位于样本中位数以上（中位数以上取 1，以下取 0）的哑变量，用以刻

画各县在初始经济禀赋上的差异，并将其与融资平台成立的交互项加入基准回归中。如表 6 第 1 列

所示，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我们没有发现融资平台成立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挤出效应在不同初

始经济发展水平的县之间存在差异。其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除了银行贷款以外，还有发行债券这

一直接融资渠道。WIND 数据库的记录显示，在本文使用的样本中共有 146 个县的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发行过债券。①我们为这些通过债券融资的县单独设置了一个哑变量，并将其与地方融资平台成

立的交互项放入了基准回归模型中。表 6 第 2 列的实证结果同样表明，是否通过债券进行融资并未

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挤出中小企业贷款的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当然，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

当时发行债券并非县级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渠道。在当前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开前门、堵后门”的

背景下，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是否会对中小企业贷款产生挤出效应仍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表 6   异质性分析 

 (1) (2) 

因变量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贷款（log） 

政府融资平台成立 -0.701
***
 -0.561

***
 

 (0.204) (0.157) 

政府融资平台成立×1(2005年人均GDP位于中位

数以上) 

0.333  

(0.301)  

政府融资平台成立×1(通过债券融资)  0.494 

 (0.353) 

聚类数 1894 1894 

样本观测值 10936 10936 

 

                                                        
① 由于地方政府直接通过发行城投债的方式筹措资金的准入门槛较高，在本文所研究的区间内，实际发行地方政府

债券的县级行政单位数量并不多。 



公共经济评论                                                            2020 年第 06 期 

 

14 

 

在之前的部分中，我们的实证模型考察的都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县域内国有大型商业银

行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局部均衡效应。由于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贷款之间可能会产生相互影响，我们

还关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地方信贷市场的一般均衡效应。在表 7 的第 1 列中，我们使用县级

层面所有类型金融机构的中小企业贷款对数值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在这一模型设定下，每个县级

行政单位内的所有金融机构被看成一个整体。实证结果表明，即使在考虑了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相

互作用之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所在地方的中小企业贷款总量同样存在挤出效应。 

此外，尽管县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最有可能从辖区内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贷款，我们无法排除

其从邻近地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获得信贷支持的可能性。为了考虑这类溢出效应，我们

使用某县所在地级行政区域其他县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贷款余额的对数值作为因变量进行

回归。表 7 第 2 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尽管这一溢出效应的系数（-0.08）在 10%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但与直接效应（-0.551）相比绝对值较小。这一结果说明，同一地级市内不同县之间可能存在的溢

出效应不会对我们基准回归中估计的挤出效应产生很大影响。 

在本文以上部分中，我们着重探讨的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所在地区银行（特别是国有大

型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实际上，我们更加关心的是这一资源配置过程的经济效应。地

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最主要用途是基础设施建设，表 7 的第 3 列以人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的对数值作为因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成立使得人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提高了约 8.2%，并且这一系数在统计上高度显著。然而，第 4 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成立在短期内并没有带来人均 GDP 的增长。造成上述结果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信贷资源配置过

度集中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挤出了部分生产率较高的中小企业所获得的资金支持。当然，地方政府

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效应在中长期才能显现出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究竟如何通过影响信贷配

给这一渠道作用于地方长期增长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表 7   一般均衡效应和经济效应 

 (1) (2) (3) (4) 

 一般均衡效应 经济效应 

因变量 县域中小企业贷款

（log） 

地级行政区其它县

中小企业贷款

（log） 

人均城镇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额（log） 

人均GDP

（log） 

政府融资平台成

立 

-0.124
*
 -0.080

*
 0.082

***
 0.002 

(0.065) (0.044) (0.030) (0.009) 

聚类数 1894 1870 1894 1894 

样本观测值 10936 10800 10936 10936 

 

六、结论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突出矛盾。本文将县级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名单与 2006-2011 年县级金融机构贷款数据进行匹配，利用不同县成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时

间的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首次从实证上发现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县域中小企业贷款的挤

出效应。我们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将会显著降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

但不会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的中小企业贷款。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提高了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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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但未能在短期内带来经济产出的显著提升。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融

资能够通过挤出中小企业贷款这一渠道对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本文的结论为当前我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监管提供了新线索与新思

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制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政策方案时，忽

视了包括地方政府、国企等在内的广义国有部门融资在信贷市场上对中小企业融资可能存在的挤出

效应。当前，地方政府原则上已经不能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获得银行贷款，但是其融资行为转入

了更加隐蔽的“影子银行”等渠道（Chen et al., 2020）。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仍有必要

高度关注地方政府债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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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层治理、专业协会与农户增收 
 

贾俊雪 秦聪 

 

内容提要：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农村逐步形成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村委会为主体、农

村专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为有机组成的多元化基层治理体系。本文首先构建一个简单理论模型，剖析

农村专业协会及其制度安排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提出理论命题；进而利用 1997 和 2002 年 2126 个

村庄的调查数据和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专业协会总体上没有在促进农

村经济发展和农户增收方面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组织制度安排对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具有重要影

响：引入盈余返还分红机制和加强组织民主建设可较好地改善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立足本村需求

建立的专业协会较跨村专业协会而言更有利于农户增收。外部制度环境亦具有重要影响——由村委

会作为协会发起人有利于发挥多元基层治理机制的互补作用，提升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所在村庄

与上级政府的关联较紧密则倾向于削弱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这对于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

用以完善农村基层治理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良好启示。 

关键词：农村基层治理  农村专业协会  基层社会组织 农户增收  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法 

 

 

 

一、引言 

 

长期以来，学术界和各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探索如何优化完善基层治理体系，以有效推进国家治

理能力现代化和经济社会的长治久安。特别地，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为有效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

失灵，世界各国开始更多尝试在基层治理中推行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的共治，基层

治理主体经历了由“一元”（政府主导）向“多元”（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的转变（Ostrom, 

2010; 萨拉蒙，2002）。当前，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新的历史

时期，单纯依靠政府组织往往难以顾及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一些领域政府介入亦是不经济的），

迫切需要发展社会组织来创新基层治理体系（徐林等，2017；黄晓春、周黎安，2017）。中共十八

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激发社

会组织活力”等政策目标，强调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创新基层治理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

作用。特别地，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创新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由

之路——只有各基层治理主体全面积极参与，才能走出一条乡村善治之路，有效促进农业农村发展

和农户增收、解决“三农”问题。因此，如何有效促进基层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基层社

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已成为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经济社会长治久安亟需

深入探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理论上看，社会组织作为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次级群体组织，具有能够紧密联系民众、整合

民间资源、积累社会资本和自我治理等特性，亦能较好地反映民众多元化利益诉求、维护民众权益，

因而可以较好地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优化公共服务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Rose-Ack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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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Powell, 1990；Ostrom, 2010; 萨拉蒙，2002）。①然而，社会组织同样可能存在失灵问题——这

与它的组织制度安排（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制度环境密切相关（Salamon, 1987; Drucker, 1990）。

就组织制度安排而言，内部激励机制和民主机制尤为关键——作为一种自治性组织，社会组织可能

会因缺乏有效的内部激励而使成员主体积极性不足、组织效率低下，也可能会因民主程度较低、监

督机制不健全而存在“精英捕获”等问题（Werker & Ahmed, 2008；Ostrom, 2010；Aldashev & Navarra, 

2018）。就外部制度环境而言，涉及的因素众多——已有文献则普遍特别关注政府的政策扶持、管

控和干预等塑造的制度条件（制度性激励、约束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等）的制约影响（Meyer & Rowan, 

1977; Greenwood et al., 2011; Wry et al., 2013）。上述问题在中国可能会愈发突出：我国社会组织（尤

其基层社会组织）发展时间较短，内部治理结构普遍不够健全，“能人现象”比较突出（罗家德、

李智超，2012；罗家德等，2013；董洪江、曾志敏，2016）；而且规模往往较小，内生发展动力不

足，更需要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也更有可能因遭遇各种隐性管控壁垒和不当干预等

而出现预期从属②和体制依附（进而丧失一定独立性和自主性）等问题（Ma, 2002；王名、贾西津，

2002；刘振国，2010；王诗宗等，2014；徐林等，2017；黄晓春、周黎安，2017）。 

由此可见，组织制度安排和外部制度环境对于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至关重要——这在中国可能

表现得尤为突出。目前，国外学术界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实证研究（Werker & Ahmed, 2008; 

Aldashev & Navarra, 2018）。例如，Gauri & Galef（2005）探究了孟加拉国社会组织利用小额信贷服

务进行扶贫的作用，发现不当激励导致这些组织出现行为异化，致使部分贫困群体被排除在服务之

外，制约了扶贫成效；Barr et al.（2005）考察了乌干达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问题，发现这些组织普

遍存在内部激励不足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Cameron et al.（2019）考察了印度尼西亚社会组织

在改善村庄卫生条件中的作用，发现这些组织较好地协调了与村庄行政组织的关系，因而取得良好

成效。相比而言，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还主要是学理性分析，关注的重点在于政府塑造

的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组织制度安排影响的深入探究（纪莺莺，2013）；且由

于缺乏较好的微观数据，经验研究大多为案例性分析（少数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但样本量较有限

且多为相关性分析），还鲜有深入严谨的大样本微观实证研究（Yu & Zhou, 2012; 侯江红、刘文婧，

2018），因而无法厘清组织制度安排和外部制度环境对我国基层社会组织作用发挥的深刻影响。③
 

本文以我国农村专业协会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组织制度安排和外部制度环境对基层社会组织

作用发挥的影响，对已有文献进行有益补充。农村专业协会是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一种——与

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等其他农村合作组织（它们是具有市场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故非本文研

究对象）不同，它是我国农村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廖祖君，2010；李庚，2011），这为我们深入分析

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④鉴于农村专业协会的主要职能是提供现代农业技术和信息服务以

                                                        
① 关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提供和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及相关问题，请参见 Werker & Ahmed（2008）以及 Aldashev & 

Navarra（2018）的详细介绍。 
② 预期从属（anticipatory subordination）是指：社会组织会倾向于实施它所认为的能够获得政府或其他权力组织认

同、或迎合某些权力组织偏好的政策（如主动寻求挂靠于政府部门），从而获得这些权力组织较积极的回应，获取

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③ 例如，王诗宗等（2014）利用117个社会组织的调查问卷数据，考察了组织资源等因素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影响；

甘思德、邓国胜（2012）利用73家全国性行业协会的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协会自主性等因素对协会游说行为的影

响；吴结兵、沈台凤（2015）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参加社会组织对居民投票行为的影响。不

过，这些研究均不同程度上忽略了组织制度安排和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也没有较好地处理内生性问题（故未能较

好地识别出因果性影响）。关于中国社会组织研究文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Yu & Zhou（2012）和候江红、刘文婧（2018）。

关于国外此类文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Werker & Ahmed (2008)以及Aldashev & Navarra（2018）。 

④ 截止到 2016 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89863 个（不含北京、天津和上海市）。农村专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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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增收（详见下文制度背景介绍），因此本文考察的重点在于农村专业协会

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增收中的作用，以及组织制度安排和外部制度环境对其增收效应的影

响。 

改革开放以来，历经 40 年的积极探索，我国农村基本形成了以基层党组织（村党支部）为核

心、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为主体、社会组织（农村专业协会等为代表的）为有机组成的多元化

基层治理体系（张艳娥，2010；贺雪峰，2017）。①目前，大量文献考察了村民自治民主、村委会与

党支部（以及它们的关系）的影响（Zhang et al., 2004; Shen & Yao, 2008; 章奇等，2004；罗仁福等，

2006）。但关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尤其农村专业协会这一社会组织）的研究还尚显不足——已有

关于农村专业协会的研究大多为描述性和案例性的分析，未能深入揭示这一基层治理主体在促进农

村经济发展和农户增收中的作用，以及组织制度安排和外部制度环境的重要影响（袭著燕等，2013；

师亦琪等，2017）。②事实上，由我国 2003—2016 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可知：农村专业协会对农民

人均纯收入倾向于没有产生显著的正影响（见图 1（a））；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即政府不当干

预的减少）和村委会干部数量的增加，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明显增强（见图 1（b）和（c））。这凸

显出（政府干预和村委会影响等）外部制度环境对于这一基层社会组织作用发挥的重要性——但宏

观数据限制了就组织制度安排和外部制度环境影响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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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农村专业协会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散点图 

                                                                                                                                                                            
会包括专业技术协会和行业协会等，在我国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会团体法人。国内学术界往往将农村专业协会与

农村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等统称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但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具

有市场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并非社会组织。 

① 张艳娥（2010）从政权本位和社会本位视角出发，将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主体划分为：制度性治理主体（包括村党

支部和村委会等）和非制度性治理主体（包括各类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村宗族等）。 

② 例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研究》课题组（1993）回顾总结了 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专业协会的发展历程；潘劲

（1996）阐述了专业协会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国鲁来（2003）分析了专业协会在农业公共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作

用；李庚（2011）和张平等（2013）探讨了新世纪以来专业协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吴娟等（2017）则

重点分析了 2006 年以来江苏省专业协会的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策略；徐辉、李录堂（2009）利用 176 户农户调查数

据考察了专业协会人力资本团队的影响因素；还有大量针对各地专业协会的案例分析。更全面详细的文献介绍，请

参见袭著燕等（2013）和师亦琪等（2017）。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实证研究的重点在于农村专业合作社

和股份合作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如黄季焜等（2010）、温涛等（2015）、吕唯因（2016）、王图展（2016）和杨

丹、刘自敏（2017）；但正如前文指出的，农村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是具有市场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并非本

文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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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市场化程度对农村专业协会增收效应的影响      （c）村委会干部数量对农村专业协会增收效应的影响 

图 1 2003—2016 年间各省农村专业协会的农民增收效应以及市场化程度和村委会干部数量的影响
①
 

 

为了更细致严谨地剖析上述问题，本文首先结合我国农村专业协会的发展实践构建一个简单理

论模型，分析专业协会及其制度安排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机理，提出理论命题；进而以 2126 个

村庄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检验。特别地，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策略（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with difference-in-difference）构造拟自然实验，以期较好地矫正选择偏差（select bias）问

题（即内生性问题），识别出农村专业协会对农户收入的因果处置效应。研究表明，总体而言，农

村专业协会没有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增收方面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一系列检验显示，这一

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组织制度安排（内部治理结构）对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引

入盈余返还分红机制和加强组织民主建设可较好地改善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较跨村协会而言，立

足本村需求建立的专业协会更有利于农户增收，引入会费制度则没有什么明显影响。分析还表明，

外部制度环境对于农村专业协会的作用发挥亦十分重要——由村委会作为协会发起人可更好地发

挥多元基层治理机制的互补作用，提升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所在村庄与上级政府的关联较紧密则

倾向于削弱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上述结论与基于我国 2003—2016 年间省级面板数据得到的结论

（见图 1）总体保持了较好的逻辑一致性，因而具有较好的一般性和规律性。②
 

                                                        
① 图 1（a）纵轴为 2003—2016 年间省份农民人均纯收入 Y（利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折算为 2003 年为基期的

实际值，取自然对数），横轴为农村专业协会数量（取自然对数） Rsa 。拟合曲线回归结果为：
XRsaY 

)034.0()570.5(
05.0105.0

，
2R =0.14，样本数为 359；X 为控制变量（限于篇幅，结果未报），包括市场化程度、村委

会干部数量（取自然对数）、人口数量（取自然对数）、农村人口比重、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和第二产业增加值比

重；同时控制了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小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图 1（b）纵轴为专业协会的边际增收效应，横轴为

市场化程度 Mak；该图反映了回归方程：
XMakRsaY 

)007.0(

**

)553.5(
014.0791.1

中交互项 Rsa×Mak 的显著正影响（**表

示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X 除了基准控制变量外还包含 Rsa）。图 1（c）纵轴也为专业协会的边际增收效应，横

轴为村委会干部数量（取自然对数）Rwh；该图反映了回归方程：
XRwhRsaY 

)049.0(

*

)658.5(
084.0644.2

中交互项 Rsa×Rwh

的显著正影响（*表示在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X 除了基准控制变量外还包含 Rsa）。图 1（b）和（c）中，实线

为农村专业协会边际增收效应的拟合曲线，虚线为 95%置信区间。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农村专业协会数量来自历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统计年鉴》，村委会数据来自历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市场化

指数数据来自王小鲁等编纂的《2016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其余数据来自中经网数据库。 

② 目前，关于我国农村专业协会的已有研究均强调了这一组织的重要性；但普遍认为，专业协会在促进农村经济

发展和农户增收中的作用有限，主要原因在于：专业协会的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民主机制不完善等）和缺乏良好

的外部制度环境（政府的扶持不够和存在不当干预等）。例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研究》课题组（1993）在回

顾总结 20 世纪 80 年代专业协会发展历程时就强调了上述问题的重要性；李庚（2011）、张平等（2013）和吴娟等

（2017）等在阐述新世纪以及近年来专业协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策略时，也都强调了这些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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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主要特色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本文紧密结合我国农村经济

和农村专业协会的发展实践特点，在已有农村经济模型的基础上加以拓展，构建一个包含信贷约束

和专业协会的理论模型，比较全面深入地刻画剖析了专业协会及其制度安排（会费制度、盈余返还

分红制度、民主决策机制和覆盖村庄范围等）通过影响农户的生产率、行为决策以及农业收入和非

农收入进而对农户总收入的影响及其机理。①而已有关于农村专业协会的研究大多为描述性分析，

缺乏较规范严谨的理论分析。（2）本文的实证分析较好地揭示出作为我国基层治理体系有机组成的

农村专业协会这一社会组织的经济效应，以及组织制度安排和外部制度环境对其增收效应的影响。

正如前文指出的，组织制度安排和外部制度环境对于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

目前国内还比较缺乏这方面的良好微观经验证据。本文基于村级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有助于弥补这

一不足，亦有利于深化关于组织制度安排和外部制度环境对基层社会组织作用发挥重要性的认识和

理解，对于当前及今后有效完善组织制度安排和外部制度环境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基层社会组织（包

括农村专业协会）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简要介绍了农村专业协会的发展实践。第三节构建一个

简单理论模型，就专业协会及其制度安排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第四节介绍了

本文采用的计量策略、数据和变量。第五节汇报了实证结果。最后为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建议部分。 

 

二、制度背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全面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户完全的生产经营自

主权，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随着生产经营由高度集中转变为高度分散决策，农

户不得不独自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生产经营风险明显增大。更突出的是：组织化缺失的小农户经

济使得农业科技推广变得日益困难，农户获取专业技术的难度和成本不断增加，极大限制了农业生

产率的提升和农户收入的增加。在此情境下，为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农村专业协会作为连接市场、

技术与农户的一个重要纽带应运而生——1980 年，我国第一个农村专业协会成立。 

时至今日，我国农村专业协会已走过近 40 年的风雨历程，逐步发展演化为致力于提供农业产

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以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户增收的农村基层社会服务组织。农村专业协会的业

务范围主要涉及如下两个重要方面：第一，推广普及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和实用技术，开展各类

技术交流培训活动，提升农户的科学素养和专业技术水平，引导农户依靠技术进步发展农业、增加

收入；第二，提供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销售等市场信息服务，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道，缓解信息

不对称、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李庚，2011）。 

农村专业协会秉承“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则，展现出较鲜明的科技性、非政府性和

民主性等特征。具体而言，科技性是专业协会的基础——在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

的背景下，专业协会以农业科学技术为纽带，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成为农户获取专业技术的重

要媒介桥梁（李红玲，2014）。而且，以科技手段帮助农户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是专业协会的根本

                                                                                                                                                                            
重要性。与这些研究为描述性分析不同（袭著燕等，2013；师亦琪等，2017），本文为此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微观

经验证据。 

① 目前已有的农村经济模型普遍将农户的生产率视为外生给定的，因而无法刻画剖析相关政策制度安排通过影响

农户生产率进而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本文则基于我国农村专业协会的职能定位，将专业协会及其制度安排纳入

农户的生产率函数中，从而较好地揭示出专业协会及其制度安排通过影响农户的生产率进而影响农户收入的这一重

要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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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故其承担了农村生产队遗留下来的部分职能，构成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村委会）的一个有益

补充。此外，农村专业协会遵循农户自愿参与退出原则，具有较独立的章程，①不受政府直接控制。

原则上，专业协会的成立和会员资格条件较低，且不受行政隶属和区域限制（既可以是单个村庄的

也可以是跨村、跨地区的）。不过，实践中农村专业协会大多为村级的和乡级的，协会的发起人和

骨干成员往往是农村的“技术能人”和“专业大户”，故存在所谓的“能人效应”。而且，专业协会

的组建和运行需投入一定资源以及协调与上级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故在很多情况下，上级政府和

村委会也承担起发起人的角色，通过相关政策支持帮助农户组建和发展专业协会。这些都使得农村

专业协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干预，但总体上保持了较好的相对独立性和非政府组织的特性。②这

也体现在：农村专业协会不以组织盈利为目的，经费主要来自规定范围内的业务收入和农户缴纳的

会费等（也正因如此，专业协会常常面临着资金匮乏的困境）；组织盈余收入通常按农户缴纳会费

的一定比例（或倍数）进行返还分红，这会产生较强的激励效应，但实践中能进行盈余分红的协会

数量较少，明显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最后，与大多数非政府组织一样，农村专业协会亦十分强调

民主决策的重要性，成为农户利益诉求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个较重要的渠道。但实践中由于各种

原因，专业协会也出现了各种“异化”现象（如“能人效应”导致的“精英捕获”），使得民主决策

原则没有得到良好的贯彻遵循，这也明显制约着专业协会积极作用的发挥。 

农村专业协会这一社会组织的建立发展是我国现代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建构实践中的一次积极

探索，其与农村基层党组织（村党支部）、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一起构成了我国农村多元化的

基层治理体系，对于乡村振兴、农业发展和农户增收具有积极意义。但这一积极作用能否得到良好

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业协会的制度安排（即内部治理结构），以及与其他治理主体（村委

会和上级政府等）的互动关系（即外部制度环境）。有鉴于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剖析农

村专业协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 

 

三、理论分析 

 

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专业协会的发展实践特点，本节在已有农村经济模型的基础上加以拓

展，构建一个包含信贷约束和专业协会的理论模型，剖析专业协会及其制度安排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及其机理。 

1. 模型框架 

在一个由 N 个村庄组成的农村经济中，村庄 i 的农户拥有的时间标准化为 1，其中用于家庭农

业生产的劳动时间为
aitL （获取农业收入），用于非农部门（即到非农部门打工）的劳动时间为

nitL （获

                                                        
① 1990 年，国家科委出台了《农业技术经济服务合作协会示范章程》，并在青海等省进行试点推广。1994 年，中

共中央 4 号文件强调要抓紧制定《农民专业协会章程》。同年，农业部颁布了《农民专业协会示范章程》，与中国

科协等部门协同推动了陕西和四川等省的试点工作。 

② 一般而言，农村专业协会成立要求具备：一定数量的发起人和成员、正式的协会名称、组织机构、办公地点和

协会章程以及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等；满足条件的向主管部门（如科协）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后成立，并到民

政部门登记注册，获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对于会员，一般要求是从事某一专业生产或与专业生产有关的个人或团

体。跨村专业协会通常规模相对较大、业务范围相对较广，但组织结构较松散、服务功能较弱。政府牵头成立的专

业协会通常是政府涉农部门或协会主管部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行使职能，以农户为基础牵头成立的（农户往往也

愿意将协会挂靠依托于这些部门以寻求政策支持）；村委会牵头成立的专业协会基于类似逻辑，因而往往能与村委

会实现功能互补和核心人员互融。这两类专业协会通常能获得较大的政策支持，但受到的干预往往也较大。这些都

表明我国农村专业协会的建立并不是外生随机的。关于农村专业协会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研

究》课题组（1993）和李庚（2011）。感谢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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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非农收入），则闲暇时间为
nitait LL 1 。就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农户属于弱势群体，长期以来在

非农部门劳动市场上的工资议价能力弱，故不妨假定农户在非农部门打工的工资率
tw 对其而言是外

生的；农户打工会涉及交通成本和找工作花费的时间等成本，借鉴 Adamopoulos et al.（2017）的思

路，我们引入
nitt Lw （ )1,0( ）来捕捉这些成本，则农户的非农收入为

nitt Lw)1(  。①农户的偏

好为： 

0,,,
1

])1([
),,(,),,(

1

0
0 











 



 nitaitit

nitaititnitaitit

t LLC
LLCudtLLCueE      （1） 

其中，  为贴现率， 为相对风险厌恶因子。
0E 为零期期望算子， 为闲暇效用参数，

itC 为农户

消费。 

农户从事家庭农业生产活动的生产函数为： 

                     1,0,)( 11   
itaitititit HLKZY                        （2） 

其中，
itK 和

itH 分别为农户的资本和土地投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农户拥有的土地
itH 通常为外生给定的（Benjamin & Brandit, 2002）。

itZ 为生产率水平。正如

前文指出的，我国农村专业协会的主要职能是推广普及现代农业技术和降低信息成本等，故借鉴

Kline & Moretti（2014）的思路，我们将
itZ 设定为：②

 

                             
ittiititit dgZLn  )(                          （3） 

其中，
itd 为专业协会哑变量：若村庄 i 的农户参加了专业协会，则 1itd ；否则， 0itd 。因此，

0itg 捕捉了参加专业协会给农户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程度。
i 捕捉了村庄地理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

响，
t 为共同生产率冲击，

it 捕捉了村庄政策等因素导致的不同村庄农户生产率的异质性。 

无疑，影响
itg 的潜在因素很多；这里，我们主要关注农村专业协会制度安排（内部治理结构）

的影响，依据现实情况（详见前文制度背景介绍），将其表示为 ),,( ititit seg  。③其中， 0 1/ ititit Mfe

捕捉了农户参加专业协会学习运用新技术以提升生产率的有效努力程度：有效努力越大，生产率提

升幅度越大（即 0/  itite egg ）。这一方面取决于农户的投入付出——结合实际情况，我们利

用农户缴纳的会费占其农业收入的比值即会费比率 0,1)[itf 加以捕捉；另一方面还取决于专业协会

的村庄覆盖范围（即覆盖村庄数量） ],1[ NM it  ——参数 0 捕捉了跨村协会（ 1itM ）可能产

生的规模效应（节省技术推广成本等）和异质性需求效应（忽略不同村庄农户差异性技术需求等造

                                                        
① 引入农户的非农劳动和非农收入是基于中国现实的考量：非农收入已成为我国农户收入一个较重要的组成部分

（本文数据表明，非农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 30%，见下文表 3）。我国农村经济主要是一家一户的小农

户经济，长期以来，家庭农业生产构成农户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而农户获取非农收入的主要途径是外出打工。我

们也可放松非农劳动工资率 tw
为外生的假定，遵循 Adamopoulos et al.（2017）和盖庆恩等（2017）的做法，考虑非农部门

生产函数为： nitntnt LZY 
， ntY 和 ntZ

分别为非农部门的产出和生产率。由非农部门利润最大化可得： ntt Zw 
， ntZ

对农户而言是外生的，因此这不会明显改变理论分析的基本结论。感谢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②（3）式忽略了农户自身通过农业科技投入提升生产率的情况（除了参加专业协会获取技术以外）。这主要基于如

下两点考虑：（1）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专业协会的影响；（2）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农村主要是一家一户的小农户

经济，农户单纯依靠自身获取现代农业技术的渠道较少、成本较高，致使农户自身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的投入普遍非

常有限，这也正是专业协会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详见制度背景介绍）。 

③ 为使理论模型更简洁且研究问题更突出，本文理论分析忽略了农村专业协会建立及其制度安排的内生选择问

题，实证分析仔细处理了这一问题，并考察了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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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不利影响）的综合影响： 1 意味规模效应更明显， 10  意味异质性需求效应更突出， 1

则表明两种效应相当。此外，正如前文指出的，一些专业协会还会按照农户缴纳会费的一定倍数（或

比例） 0it （其可能大于 1 也可能小于或等于 1）进行组织盈余收入的返还分红。这会产生激励

效应，促使农户更积极地学习运用新技术，因此有： 0/  ititgg 
。最后， ]1,0[its 捕捉了专

业协会民主制度建设的影响：
its 越大即专业协会的民主决策机制越强（特别地， 0its 意味决策机

制为完全非民主的， 1its 则表明决策机制为完全民主的），农户的利益诉求越容易得到满足，进而

有利于技术推广和生产率提升，即有： 0/  itits sgg 。 

农户总收入为： 

nittitttitaititittitititititnitaitit LwKrHLKZdfdf )1(])()()1)[(1( 11    
 （4） 

其中， ])()()1)[(1( 11

itttitaititittitititititait KrHLKZdfdf     为农户的家庭农业生产利润

（简称为“农业收入”以与“非农收入”保持表述上的一致性）——中括号里为农户的税后农业产

出（ )1,0[t 为农业税税率）减去其生产投入成本，包括：资本投入的租金成本（
tr 为利率）和资

本折旧损耗造成的维护成本（
t 为折旧率）（Moll, 2014）。①

nittnit Lw)1(   为农户的非农收入。 

农户的资产积累方程为： 

it it t it ita r a C                                （5） 

其中，
ita 为农户的资产，

ittar 为农户资产的利息收入（资产回报率为利率
tr ）。鉴于农村金融发展

普遍滞后，农户往往面临较严重的借贷限制（Bardhan & Udry, 1999），因此我们考虑如下形式的抵

押借贷约束方程（Moll, 2014）：
itit aK 

②。事实上，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农村金融普遍无法满足

农户最优生产资金需求（刘西川、程恩江，2013），即上述抵押借贷约束方程通常是紧的： 

                                        
itit aK                                  （6） 

2. 农户优化问题 

农户的优化问题是在（2）—（6）式的约束下选择最优的闲暇和劳动时间（及其在农业劳动和

非农劳动之间的最优配置）以及最优的消费和资本投入来最大化其预期效用（1）式，同时满足家

庭农业生产利润（即农业收入
ait ）最大化（Adamopoulos et al., 2017；盖庆恩等，2017）③。求解

农户最优化问题，可得如下一阶最优条件。 

 
    11)1(1)1(1 )1)(1()1()1( itaititittitititititnitaitit HLKZdfdfLLC    （7） 

                                                        

① 2006 年，我国取消了农业税，在这种情况下可将 tt y
理解为农民承担的其他税费负担。之所以只考虑上述生产

投入成本，原因在于：农户从事的是家庭农业生产，故其无需支付工资成本；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农户无需为使用自己承包的土地而支付租金，且由于各种原因（如农村土地产权不够清晰和农户担心丧失土地

承包权等），长期以来农村土地流转规模较小，因此土地租金通常也不构成农户的农业生产投入成本（盖庆恩等，

2017）。 

② 这一设定可由一个有限合约问题给出，因其设定简洁且能够很好地刻画实践中的借贷约束问题而得到广泛应用

（Moll, 2014；贾俊雪，2017）。更一般的形式为： itit aK 
， 为杠杆率。目前，缓解农户借贷约束较有效的方法

是团体小额信贷，详细介绍见缪德刚（2016）。本文研究重点不在于借贷约束的影响，为简化起见，设 1 且未考

虑小额信贷。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承包土地无法进行抵押贷款。2016 年 3 月，我国出台了《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

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开始推行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 

③ 关于现实经济中农户是否追求家庭农业生产利润最大化，学术界还存在争议（Bardhan & Udry, 1999）。Bardhan & 

Udry（1999）指出，将农户视为追求家庭农业生产利润最大化的主体，以此作为比较经济现实的理论基准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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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nitaitit wLLC )1()1( 1)1(1                         （8） 

itnitaitit LLC    )1()1(                           （9） 

])1()[1(/ 1)1(1

ttitaititittitititittitit rHLKZdfdfr           （10） 

                              
  1)1(1)1( itaititttt HLKr                     （11） 

（ 7 ） 式 是关 于 农 户 的 农 业 劳动 投 入 的一阶 最 优 条件 ， 表 明闲暇 的 边 际效 用

1)1(1 )1(    nitaitit LLC 等于农户资产的影子价格
it （即哈密尔顿乘子）与农业劳动边际收益

  11)1()1)(1()1( itaititittitititit HLKZdfdf 的乘积。（8）式是关于农户非农劳动投入的一

阶最优条件，意味闲暇的边际效用等于资产影子价格与非农劳动边际报酬
tw)1(  的乘积。由（7）

和（8）式可得，农户劳动时间在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之间进行最优配置的无套利条件，即二者的

边际收益相等：
titaititittitititit wHLKZdfdf )1()1)(1()1( 11)1(     。（9）式是关于农户

消费的一阶最优条件，意味消费的边际效用 )1()1(    nitaitit LLC 等于资产影子价格。（10）式为

农户资产的欧拉方程，（11）式是关于农户资本投入的一阶最优条件。 

3. 稳态均衡 

经济达到稳态均衡时，有 0 itit a ，由此以及（7）—（11）式可得稳态的农户总收入 * 为

（详细推导见附录）： 

                  



















1

)],,(1[

1

)1(
*

*** a
na

dfw
                  （12） 

其中， )1/(1)1/()1(* )],,,([)1(    MfdZfdfda
和




















1

)],,([

1

)1(
*

* a
n

dfw
分别

为稳态的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 0
))(1(11

1
),,( 


























fdfd
df 和

0
)1(

)1(
)1)(1(

)1/()1()1/(



























H
w










 。 

以（12）式为基础，我们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剖析农村专业协会及其制度安排对农户的农业收入

和总收入的影响，具体结论可总结为如下理论命题。 

命题 1：农村专业协会对农户总收入的影响不明确。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亦不明确，取决于

具体的制度安排——引入分红机制和民主决策机制有助于提升专业协会对农户农业收入的促进作

用，而会费制度和组织村庄覆盖范围对专业协会的农业收入效应的影响不明确。 

之所以农村专业协会对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不明确，究其原因在于：其可通过两种机制对农户

农业收入产生相反影响——参加协会可提升农户的农业生产率进而农业收入，但也可能会增加农户

负担（缴纳会费）进而对农户农业收入产生抑制作用（见（12）式）。①采取会费制度是否会增强专

                                                        

① 由（12）式可得：
})()(])1(1{[ )1/(1

0

)1/(1

1

-1/)-1(

0

*

1

*  








ddd
a

d
a ZZf

（由于 d 为哑变量，故不能直

接就其求偏导； 1

*

d
a

和 0

*

d
a

分别为农户参加协会和未参加协会时的农业收入）。由于 1- 的符号不明确，故

0

*

1

*




d
a

d
a 

的符号不明确，即参加专业协会是否有利于农户农业收入增加不明确：上式中的 01 


dd
ZZ

捕捉了参

加协会对农户生产率进而农业收入的正影响， ）-1(f 捕捉了参加协会给农户带来负担增加进而对其农业收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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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对农户农业收入的促进作用亦不明确。原因在于：会费比率越高意味农户通过专业协会提升

生产率的有效努力越大，故有利于生产率进而农业收入的增加；但也意味着农户成本负担越重，不

利于农业收入增加（除非得到的分红足以补偿这一成本增加造成的收入损失，即 1  ）。①类似地，

协会村庄覆盖范围对其农业收入增加效应的影响也不明确：当跨村技术推广带来的规模效应较大进

而能够抵消因忽略不同村庄技术需求差异造成的不利影响（即 1 ）时，跨村专业协会更有利于农

户生产率的提高，故具有更好的增收效应；反之，则不利于农业收入增加。②这样，由（12）式可

知：专业协会对农户总收入的影响以及采取会费制度、村庄覆盖范围对专业协会农户总收入效应的

影响也均不明确。 

引入分红机制则可强化专业协会对农户农业收入的促进作用： 增加可直接补偿农户因缴纳会

费而造成的收入损失，亦可激励农户更积极地参加专业协会以提升生产率水平。协会内部民主环境

的改善有利于农户生产率的提升，故可提升专业协会对农户农业收入的促进作用。不过，由于农户

的农业劳动投入和非农劳动投入之间进而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见（12）

式），因此引入分红机制和民主决策机制（可促使农户将更多劳动时间用于农业生产，但也意味着

会挤占农户的非农劳动时间，导致农户的非农收入减少）是否可增强专业协会对农户总收入的促进

作用并不明确。③
 

下面，我们利用 1997 和 2002 年 2126 个村庄的调查数据和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法，构造拟自

然实验，识别农村专业协会对农户的农业收入和总收入的因果效应，对理论命题 1 进行实证检验。 

 

四、计量策略、数据与变量 

 

1. 计量策略 

本文实证分析旨在识别建立农村专业协会对村庄农户人均纯收入Y 的因果效应。为此，我们采

                                                                                                                                                                            
产生的负影响。 

① 在 1d （农户参加专业协会）的情况下，由（12）式可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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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上式第一个等式中的 fZ   /)( )1/(1 

捕捉了会费比率 f 对农户生产率 z 的影响；第二个等式中括号里的第一项捕捉了
f 对农户生产率进而农业收入的正影响，第二项捕捉了参加协会给农户带来负担增加进而对其农业收入可能产生的

负影响。由于 1- 的符号不明确，因此
fa  /*
的符号不明确。 

② 由（12）式可知： 1d 时， ea gMZffM 2)1/(1)1/()1(1* )1()1)(1(/    。由于 1 的符号不确定，故

Ma  /*
符号亦不确定。 

③ 由（12）式可知： 1d 时，
0])1()1[()1()1(/ )1/(1)1/()1(1*   fgffZffa  



（中

括 号 里 第 一 项 捕 捉 了  对 农 户 生 产 率 进 而 农 业 收 入 的 正 影 响 ） 和

0)1()1(/ )1/(1)1/()1(1*  

sa gZffs 
（ sg

捕捉了 s 对生产率的正影响）； 





























11

)1(
***

aa

和 ss

a













**

1

)1( 





，其中 0])1)()(1/[(/ 2  fff  。由于 1 的符号不确定，故   /*

和

s /* 的 符 号 不 确 定 。 由 稳 态 的 农 户 非 农 劳 动 投 入
0])1/ [ ()()1/()1( **  wL an 
可 得 ：

** /])1()1[(1 aa w  
。故通过计算可知：只有当

wa )1()1( *  
即农户的家庭农业生产利润（闲暇效用

参数调整后的）大于非农劳动边际报酬时，才有 01  进而有 0/*   和 0/*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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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处置分析框架，利用 ]1,0[iRSA 表示村庄 i 是否建立专业协会：若建立，则 1iRSA （村庄 i 为

处置组）；反之， 0iRSA （村庄 i 为对照组）。相应地，
1iY 为村庄 i 建立专业协会（ 1iRSA ）的

人均纯收入，
0iY 为村庄 i 未建立专业协会（ 0iRSA ）的人均纯收入，这两个潜在结果的差值即为

处置效应。但对于村庄 i 而言，现实经济中只有其实际发生的结果才能被观测到，另一潜在结果需

要反事实估计。故而，本文关注于专业协会建立对处置组的平均处置效应（the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 ATT）（Heckman et al., 1997），即： 

                 1|1|1| 0101  iiiiiiiATT RSAYERSAYERSAYYE         （13） 

其中，  1|0 ii RSAYE 为非观测的反事实结果（即若处置组村庄未成立专业协会的结果变量）；在随

机实验环境下，其可直接由对照组的结果变量均值加以度量。但对于本文研究而言，这一做法并不

可行，原因在于：由前文制度背景介绍可知，专业协会的组建成立并非外生随机的，故可能存在较

突出的选择偏差问题；换言之，即使是没有建立专业协会，处置组和对照组村庄也可能存在明显差

异（Caliendo & Kopeinig, 2008）。①
 

我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矫正这一问题。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构造拟自然实验：利用 probit 等

模型估计出样本村庄建立专业协会（给定综合特征 X 下）的条件概率，即倾向得分 P(X)；据此将处

置组与对照组样本进行匹配，在匹配样本满足条件独立分布假定（即构造出拟自然实验，使得专业

协会建立对于匹配后样本而言是条件外生随机的，不受观测和非观测变量的影响）下，处在共同支

撑域
pS 内匹配后对照组

0I 的结果可视作处置组
1I 的反事实结果，从而较好地矫正选择偏差。此时，

专业协会的平均处置效应为： 

 
 












p

p

SIi
SIj

ii

PSM

ATT YjiWY
n 


1

0

01

1

),(
1

                     （14） 

其中， 1n 为共同支撑域内处置组的数量， ),( jiW 是匹配时对照组村庄 j 的权重。 

值得注意的是，倾向得分匹配法能否有效解决选择偏差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响处置发生

和结果变量的因素是否都是可观测的——倘若存在非观测因素的影响，则结果仍可能有偏。为进一

步控制时间和个体的固定效应等非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最终使用的是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法。该

方法较好地结合了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差分法的优势，在此类文献中得到广泛应用（Heckman et al., 

1998; Caliendo & Kopeinig, 2008）。相应地，平均处置效应为： 

              
 
















p pSIi SIj

t

i

t

i

t

i

t

i

DIDPSM

ATT YYjiWYY
n  1 0

0101 ))(,()(
1

0011

1

              （15） 

其中，村庄成立专业协会前时点（事前时点）为 0t ，成立后时点（事后时点）为
1t 。（15）式表明，

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法分别通过处置组和对照组自身的差分即 )( 01

11

t

i

t

i YY  和 )( 01

00

t

i

t

i YY  消除两组样

                                                        
① 利用对照组村庄结果变量均值进行反事实推断得到的结果为：

   ]1|[]0|[]0|[]1|[ 0001  iiiiiiiiATT RSAYERSAYERSAYERSAYE
，其中第二项为可能的选择偏差。选择偏差问题就是

（核心解释变量为哑变量且使用处置分析框架时的）内生性问题——处置分析框架下得到无偏一致估计的 no select 

bias 假定（该假定有不同叫法，如本文使用的条件独立同分布假定，破坏该假定意味存在选择偏差问题）与线性回

归模型得到无偏一致估计的外生性假定（破坏该假定意味存在内生性问题）二者完全一样（Imbens, 2004; Guo & Fraser, 

2011）。矫正选择偏差问题的方法还有工具变量法、双差分法和断点回归等，每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势与不足，需

要结合具体研究（如数据特点等）加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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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自身的变化趋势，进而通过这两项的再次差分给出平均处置效应。 

2. 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03 年“世界银行农村调查”在中国实施的子项目。该调查随机选取了甘肃、

河北、江苏、吉林、陕西和四川 6 个省份（每个省份随机抽取了 6 个县，每个县随机抽取了 6 个乡

镇），共涉及 2459 个村庄；提供了样本村庄 1997 和 2002 年的社会经济和地理环境等基本信息、村

长信息（性别、学历和就职年份等），以及此间样本村庄成立农村专业协会的具体信息。①所以，本

文使用的是两年村级面板数据：事前和事后时点分别为 1997 和 2002 年。 

 

表 1     农村专业协会的基本信息 

 

协会数量 

（个） 

占协会总数的比

重 

 (%) 

覆盖村庄数量 

（个） 

占村庄总数的比

重 

 (%) 

筹建主体 

上级政府 117 46.25 102 46.58 

村委会 85 33.60 76 34.70 

农户 34 13.44 33 15.07 

未知 17 6.72 15 6.85 

总计 253 100.00 219 103.20
 

成立年份 

1998 年之前 40 15.81 37 16.89 

1998 年及之后 213 84.19 186 84.93 

总计 253 100.00 219 101.82
 

覆盖范围 

本村 138 54.55 124 56.62 

跨村 113 44.66 97 44.29 

未知 2 0.79 1 0.46 

总计 253 100.00 219 101.37
 

会费制度 

需要缴纳会费 26 10.28 23 10.50 

无需缴纳会费 210 83.00 186 84.93 

未知 17 6.72 15 6.85 

总计 253 100.00 219 102.28
 

分红制度 

分红 21 8.30 18 8.22 

                                                        
① 目前，我国尚缺乏关于各省农村专业协会发展的详细信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统计年鉴》提供了关于农村专业

技术协会发展的较全面的信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统计年鉴（2004）》（该年鉴 2004 年首次出版）可知：2003

年，在 6 个样本省份中，四川省的技术协会数量最多（6405 个），吉林省最少（2556 个），其余四省的协会数量在

3000—4000 个之间；四川省的技术协会成员也最多（863994 人），其余依次为江苏省（375829 人）、河北省（275735

人）、甘肃省（182093 人）、陕西省（163705 人）和吉林省（10710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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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红 231 91.30 200 91.32 

未知 1 0.40 1 0.46 

总计 253 100.00 219 100.00
 

决策机制 

集体民主决策（一人一

票） 
128 50.59 118 53.88 

非集体民主决策 125 49.41 104 47.49 

总计 253 100.00
 

219 101.37
 

注：农村专业协会均为技术服务型，一些样本村庄建立了多个专业协会，导致覆盖村庄数量加总>总计，占村庄总数

的比重加总>100%。 

 

表 1 从如下五个方面给出农村专业协会的基本信息描述。（1）正如前文指出的，专业协会的建

立和运行需要人力、物力和场地等资源投入，这往往给农户自发组建协会带来较大困难，而由上级

政府和村委会牵头筹建则可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我们的样本中有近半数（46.25%）的专

业协会是由上级政府牵头成立的，村委会牵头建立的为总数的三分之一（33.6%），而农户自发建立

的专业协会只有 13.44%。这意味着专业协会的创建并非外生随机的，可能存在较突出的选择偏差问

题。（2）1998 年以前，只有少数村庄（37 个）成立了专业协会。此后，大量村庄陆续建立了专业

协会。（3）根据其覆盖范围，专业协会可分为跨村的和本村的。其中，本村协会略占多数（138 个），

其余的（113 个）为跨村协会。（4）少数专业协会明确规定需要缴纳会费，而此类组织普遍（26 个

中有 21 个）依据缴纳会费的一定比例（或倍数）给予农户盈余返还分红。（5）正如前文指出的，

实践中农村专业协会出现了各种“异化”现象，使得民主决策原则并未得到完全有效的贯彻遵循。

这可从我们的样本中“窥见一斑”——只有半数的专业协会采取了集体民主决策机制（一人一票制），

其余协会的重大决策则主要由骨干成员做主（表明可能存在较突出的“精英捕获”现象）。 

本文对原始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了 1998 年以前建立专业协会的村庄，以确保事前

时点所有样本村庄均未受专业协会成立的影响；（2）剔除了关键信息（结果变量和匹配变量）缺失

的样本；（3）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剔除了变量值小于 1%分位数和大于 99%分位数的样本。这样，

最终使用的样本由 2126 个村庄组成：处置组村庄（即 1998—2002 年间建立了农村专业协会的村庄）

和对照组村庄（此间未建立专业协会的村庄）的数量分别为 146 个和 1980 个，占比分别为 6.9%和

93.1%。 

3. 变量 

本文的结果变量为村级农户人均纯收入（取自然对数）①，我们也考虑了农户人均农业收入（取

自然对数）和人均非农收入（取自然对数）。为剔除通胀的影响，我们利用各省农村消费价格指数

将上述变量折算为 1997 年为基期的实际值。表 2 汇报了全样本以及处置组和对照组样本在事前和

事后时点的农户人均纯收入、人均农业收入和人均非农收入的基本统计描述。从中可以得到如下两

点认识：（1）较富裕的村庄更倾向于建立农村专业协会——事前时点即 1997 年，处置组和对照组

                                                        
① 村级农户人均纯收入是由村领导（一般是村主任和村会计）填写调查表得到的。1997 年，样本村人口加权的人

均纯收入为 1722 多元，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090 元左右）相差较小；6 个样本省份的样本村

人口加权人均纯收入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 6 个省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系数为 0.971。2002 年的情况类似：样

本村人均纯收入为 2131 元，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为 2475 元；6 个省份样本村人均纯收入与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的

相关系数为 0.964。由此可见，我们的样本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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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农户人均纯收入分别约为 1422 和 1141 元，且处置组村庄的农户人均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也

都高于对照组（分别高出约 138 和 102 元），但两组样本的收入结构比（即两类收入分别占总收入

的比重）没有显著差异（见表 3）。（2）1997—2002 年间，样本村庄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农业和非

农收入均有较明显的增长，但处置组和对照组村庄的农户收入增速没有显著差异（见表 2 第（4）

列 Δt 行）。不过，由于潜在的选择偏差，我们很难由此直接判定专业协会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 

 

表 2    结果变量的统计描述 

 

结果变量 

 

年份 

均值 差异: 

(2)−(3) 

(4) 

全样本 

(1) 

处置组 

(2) 

对照组 

(3) 

农户人均纯收入(取自然对

数) 

1997 (t0) 7.05 

(0.67) 

7.26 

(0.69) 

7.04 

(0.66) 

0.22*** 

(0.06) 

2002 (t1) 7.28 

(0.66) 

7.50 

(0.68) 

7.26 

(0.66) 

0.24*** 

(0.06) 

Δt 0.23*** 

(0.02) 

0.24*** 

(0.08) 

0.22*** 

(0.02) 

0.02 

(0.02) 

农户人均农业收入(取自然

对数) 

1997 (t0) 6.62 

(0.68) 

6.78 

(0.76) 

6.61 

(0.67) 

0.17*** 

(0.06) 

2002 (t1) 6.69 

(0.70) 

6.87 

(0.76) 

6.67 

(0.69) 

0.20*** 

(0.06) 

Δt 0.07*** 

(0.02) 

0.09 

(0.09) 

0.06*** 

(0.02) 

0.03 

(0.03) 

农户人均非农收入(取自然

对数) 

1997 (t0) 5.52 

(1.37) 

5.84 

(1.29) 

5.49 

(1.38) 

0.35*** 

(0.12) 

2002 (t1) 6.06 

(1.29) 

6.40 

(1.14) 

6.04 

(1.29) 

0.36*** 

(0.11) 

Δt 0.55*** 

(0.04) 

0.56*** 

(0.14) 

0.55*** 

(0.04) 

0.001 

(0.05) 

村庄数  2126 146 1980  

注：Δt 行的数值是其前一行与前两行数值之差，第（1）—（3）列括号内为标准差，第（4）列及 Δt 行括号内为标

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利用样本信息较丰富的特点，我们选取了 29 个匹配变量（如表 3 所示）以尽可能减少非观测

因素的影响，包括了事前时点（1997 年）的村庄基本信息和村长个人特征等指标。表 3 第（1）列

给出全样本中这些变量的基本统计描述。从中可以看出：样本村庄平均由 287 户家庭（1130 名村民）

组成，其中汉族人口占到九成以上；在农户的收入构成中，非农收入平均占到 30%，表明样本期内

我国农村居民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获取收入；样本期内近七成村庄的村长候选人是由上级政

府指定的或需要上级政府的批准，意味着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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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匹配变量的统计描述和倾向得分估计结果 

 

匹配变量 

均值 差异: 

(2)−(3) 

(4) 

倾向值得分估

计: probit 回归 

(5) 

全样本 

(1) 

处置组 

(2) 

对照组 

(3) 

人口数量（取自然对数） 7.03(0.68) 7.16(0.75) 7.02(0.67) 0.14**(0.06) -0.16(0.24) 

家庭数量（取自然对数） 5.66(0.73) 5.81(0.81) 5.65(0.72) 0.16**(0.06) -0.19(0.23) 

完全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占

比 

0.05(0.07) 0.04(0.07) 0.05(0.07) -0.01(0.01) 
-1.14(0.70) 

劳动力数量（取自然对数） 6.30(0.68) 6.47(0.75) 6.29(0.68) 0.19***(0.06) 0.37**(0.19) 

汉族人口比例 0.93(0.23) 0.96(0.17) 0.93(0.23) 0.03(0.02) 0.08(0.23) 

农户人均纯收入（取自然对数） 7.05(0.67) 7.26(0.69) 7.04(0.66) 0.22***(0.06) 0.19**(0.08) 

非农收入占比 0.30(0.22) 0.33(0.22) 0.30(0.22) 0.03(0.02) 0.05(0.22) 

通电农户比例 0.94(0.17) 0.92(0.20) 0.94(0.17) -0.01(0.01) -0.29(0.25) 

通自来水农户比例 0.31(0.40) 0.37(0.43) 0.31(0.40) 0.06*(0.03) -0.43(0.54) 

村庄是否通柏油路 

(哑变量：1=是，0=否) 
0.31(0.46) 0.33(0.47) 0.31(0.46) 0.02(0.04) -0.12(0.10) 

柏油路的类型 

国家级 0.15(0.36) 0.13(0.34) 0.15(0.36) -0.02(0.03) 0.05(0.14) 

省级 0.18(0.39) 0.14(0.35) 0.18(0.39) -0.04(0.03) -0.11(0.13) 

县级 0.32(0.47) 0.34(0.48) 0.32(0.47) 0.02(0.04) 0.03(0.10) 

平原面积占比 0.55(0.38) 0.65(0.36) 0.55(0.39) 0.10***(0.03) -0.04(0.18) 

坡地（大于25度）面积占比 0.25(0.29) 0.16(0.24) 0.25(0.29) -0.09***(0.02) -0.37(0.24) 

人均土地面积（亩） 2.02(1.50) 1.78(1.22) 2.04(1.52) -0.26**(0.13) -0.01(0.04) 

人均草地面积（亩） 0.22(1.13) 0.12(0.64) 0.23(1.16) -0.11(0.10) -0.04(0.06) 

草地质量 

非常好 0.01(0.09) 0.01(0.12) 0.01(0.09) 0.01(0.01) 0.42(0.41) 

好 0.04(0.19) 0.03(0.18) 0.04(0.19) -0.002(0.02) 0.17(0.25) 

  一般 0.14(0.35) 0.14(0.35) 0.14(0.35) 0.003(0.03) 0.15(0.13) 

  较差 0.05(0.23) 0.01(0.12) 0.06(0.23) -0.04**(0.02) -0.42(0.30) 

小学数量 1.17(0.75) 1.19(0.62) 1.17(0.76) 0.02(0.06) 0.01(0.07) 

诊所数量 1.42(1.15) 1.61(1.07) 1.40(1.16) 0.21**(0.10) 0.02(0.04) 

村委会到乡镇政府距离（公里） 5.14(4.28) 4.28(3.52) 5.20(4.33) -0.93**(0.37) -0.02*(0.01) 

村内最远村民小组间距离（公

里） 

2.32(2.27) 2.13(1.88) 2.34(2.30) -0.21(0.19) 
0.005(0.02) 

曾为本村村民的上级政府官员

数 

4.47(5.49) 5.96(6.85) 4.37(5.36) 1.59***(0.47) 
-0.005(0.01) 

村长候选人是否需要上级政府

批准(哑变量：1=是，0=否) 
0.67(0.47) 0.64(0.48) 0.68(0.47) -0.04(0.04) -0.1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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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性别（男=1；女=0） 0.99(0.10) 0.99(0.08) 0.99(0.10) 0.003(0.01) 0.30(0.50) 

村长学历（文盲=1；小学=2；初

中=3；高中=4；大专及以上

=5） 

3.16(0.75) 3.29(0.73) 3.15(0.75) 0.14**(0.06) 0.08(0.06) 

R
2
     0.05 

村庄数 2126 146 1980  2126 

注：匹配变量均为事前时点即 1997 年的数值，第（1）—（3）列和（4）—（5）列括号内分别为标准差和标准误。

第（5）列略去截距项的回归结果，利用修剪策略剔除了倾向得分分布尾部 2%的处置组样本以避免极端分布的影响，

并剔除了落在共同支撑域外的处置组和对照组样本。*、**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进一步，由表 3 第（2）—（4）列可知：总体而言，在事前时点，处置组和对照组村庄在人口

数量、地理环境和村长特征等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意味着农村专业协会的建立并非随机的，需

要矫正选择偏差。特别地，处置组村庄平均而言拥有更大的人口规模和更多的劳动力（分别比对照

组多出 168 人和 106 人，且至少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处置组和对照组村庄的基础设施条件（通

电率和道路交通便利程度）总体上较相似，但处置组村庄拥有更好的农业生产条件（耕地更平整）。

与对照组相比，处置组村庄与上级政府的关联较紧密，表现在曾为处置组村庄村民的上级政府（主

要为乡镇和县级政府）官员数量更多。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处置组村庄的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

距离更近，进而联系可能更加紧密。 

 

五、实证结果 

 

本节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法识别出农村专业协会对村级农户收入的因果效应，然后考察组

织制度安排和外部制度环境对专业协会增收效应的影响，最后进行稳健性分析。 

1. 样本匹配与平衡性检验 

本文利用 probit 模型估计出倾向得分，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3 第（5）列。结果表明：较富裕（具

有较高人均纯收入）、具有较多劳动力和村委会到乡镇政府距离较近的村庄更倾向于建立农村专业

协会（意味着这些因素可能是导致选择偏差问题的主要原因），这与前文描述性统计结果较一致。

据此，本文利用 5 对 1 最邻近匹配法对处置组和对照组样本进行匹配。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我们

也使用了内核匹配法和半径匹配法。①
 

进而，我们遵循 Caliendo 和 Kopeinig（2008）的做法对匹配样本进行平衡性检验（即条件独立

分布假定检验），结果见表 4。由表 4 第（3）列的 t 检验结果可知：匹配后处置组和对照组样本的

所有匹配变量的均值都没有显著差异。而且，匹配后各变量的组间标准化偏差较小（见第（4）列），

表明匹配样本不存在系统性差异。②最后，我们基于匹配后样本重新估计了倾向得分 probit 模型。表

4 最后一行表明，R
2由匹配前的 0.05 下降为 0.005，说明模型对匹配后样本村庄是否建立专业协会

                                                        
① 5 对 1 最邻近匹配法是：对于每个处置组样本，利用对照组样本中与之倾向得分最接近的 5 个样本进行匹配。内

核匹配法是：对于每个处置组样本，利用所有对照组样本的加权平均值与之匹配（权重为两组样本倾向得分差值的

倒数）。本文使用的是 Epanechnikov 内核，带宽为 0.06，也尝试使用 Gaussian 内核和其他带宽设定，结果较一致。

半径匹配法是：首先设定两组样本倾向得分差值的最大值即半径（得分接近度），然后对于每个处置组样本，利用

半径内所有对照组样本与之匹配。我们也尝试不同的半径取值，结果没有明显差异。 

② 标准化偏差为：
2 2

1 0 1 0( ) / 0.5( )X X S S 
， 1X 和

2

1S
分别为处置组变量的均值和方差， 0X 和

2

0S
分别为对照组变量

的均值和方差。该值越小意味组间差异越小。目前，实践中通常使用 10%甚至 20%作为认定平衡性的标准。 



公共经济评论                                                            2020 年第 06 期 

 

33 

 

的解释力很弱，即匹配样本具有良好的平衡性。上述检验表明：专业协会建立对于匹配后样本可观

测特征变量而言是条件外生随机的，故可较好地矫正（上述因素等导致的）选择偏差问题。 

 

表 4    匹配样本的平衡性检验 

 均值 
t 检验(p 值) 

偏差 

(%) 处置组 对照组 

 (1) (2) (3) (4) 

人口数量（取自然对数） 7.14 7.15 -0.06(0.95) -0.7 

家庭数量（取自然对数） 5.80 5.79 0.06(0.95) 0.7 

完全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占比 0.04 0.04 0.51(0.61) 5.3 

劳动力数量（取自然对数） 6.46 6.46 -0.02(0.98) -0.3 

汉族人口比例 0.96 0.97 -0.53(0.60) -4.8 

农户人均纯收入（取自然对数） 7.26 7.24 0.22(0.83) 2.5 

非农收入占比 0.33 0.33 -0.27(0.79) -3.3 

通电农户比例 0.93 0.93 0.03(0.97) 0.4 

通自来水农户比例 0.36 0.36 0.03(0.97) 0.4 

村内是否铺设柏油路 0.33 0.33 0.00(1.00) 0.0 

村内是否有国家级公路通过 0.13 0.13 -0.07(0.95) -0.8 

村内是否有省级公路通过 0.15 0.16 -0.36(0.72) -4.1 

村内是否有县级公路通过 0.34 0.33 0.25(0.80) 2.9 

平原面积占比 0.64 0.63 0.27(0.79) 3.1 

坡地（大于25度）面积占比 0.17 0.17 -0.01(0.99) -0.1 

人均土地面积（亩） 1.78 1.79 -0.08(0.93) -0.9 

人均草地面积（亩） 0.12 0.13 -0.06(0.95) -0.5 

草地质量（非常好） 0.01 0.02 -0.28(0.78) -4.0 

草地质量（好） 0.03 0.03 0.00(1.00) 0.0 

草地质量（一般） 0.15 0.15 -0.10(0.92) -1.2 

草地质量（较差） 0.01 0.02 -0.53(0.60) -4.5 

小学数量 1.19 1.22 -0.34(0.73) -4.0 

诊所数量 1.60 1.61 -0.07(0.94) -0.9 

村委会到乡镇政府距离（公里） 4.31 4.44 -0.30(0.77) -3.2 

村内最远村民小组间距离（公里） 2.13 2.13 0.03(0.97) 0.4 

曾为本村村民的上级政府官员数 5.74 5.67 0.09(0.93) 1.1 

村长候选人是否需要上级政府批准 0.64 0.64 0.02(0.98) 0.3 

村长性别（男=1；女=0） 0.99 0.99 0.13(0.89) 1.5 

村长学历（文盲=1；小学=2；初中=3；

高中=4；大专及以上=5） 
3.28 3.25 0.34(0.74) 3.9 

R
2
 匹配前 匹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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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4
倾向得分

对照组 处置组

 

图 2 处置组和对照组倾向得分分布图 

 

正如前文指出的，除了平衡性条件以外，匹配样本还应具有良好的组间可比性，即需满足共同

支撑条件。这得到图 2 的良好证实——处置组和对照组倾向得分分布的重合区间较大，即匹配样本

较好地满足共同支撑条件（落在共同支撑域即重合区域外的样本被剔除掉）。 

2. 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 

在确保匹配样本具有良好的平衡性后，我们对理论命题 1 进行实证检验。表 5 给出农村专业协

会对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处置效应。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匹配方法得到的平均处置效应较一致（半

径匹配法的结果相对较小）：平均为 0.037，即与对照组相比，样本期内处置组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增

速平均高出 3.7 个百分点。不过，这一增收效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类似地，专业协会对农户人均

农业收入和人均非农收入的平均处置效应也均为正值但不显著。 

 

表 5    农村专业协会对处置组农户人均收入的影响 

 5 对 1 最邻近匹配 内核匹配 半径匹配 

 (1) (2) (3) 

结果变量：农户人均纯收入 

平均处置效应 0.042 

(0.029) 

0.037 

(0.028) 

0.032 

(0.028) 

处置组样本数 144 144 144 

对照组样本数 1980 1980 1980 

总样本数 2124 2124 2124 

结果变量：农户人均农业收入 

平均处置效应 0.053 

(0.037) 

0.054 

(0.035) 

0.046 

(0.035) 

处置组样本数 144 144 144 

对照组样本数 1978 1978 1978 

总样本数 2122 2122 2122 

结果变量：农户人均非农收入 

平均处置效应 0.059 

(0.054) 

0.027 

(0.050) 

0.020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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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组样本数 142 142 142 

对照组样本数 1929 1929 1929 

总样本数 2071 2071 2071 

注: 利用修剪策略剔除了倾向得分分布尾部 2%的处置组样本以避免极端分布的影响，并剔除了落在共同支撑域外的

处置组和对照组样本。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我国农村专业协会总体上没有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增收方面发挥显著的

积极作用。这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正如前文理论分析指出的，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尤其对农

户农业收入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与其制度安排有关。下面，我们考察制度安排对专业协会增收效应

的影响。 

3. 组织制度安排的影响 

本节通过分样本分析对理论命题 1 刻画的制度安排对专业协会增收效应的影响进行检验。①首

先，我们检验协会村庄覆盖范围的影响。理论命题 1 指出：专业协会村庄覆盖范围的影响反应了规

模效应和异质性需求效应的综合影响——跨村协会可带来规模效应，但也可能因忽略不同村庄农户

的差异性技术需求而限制生产率的提升，故对协会增收效应的影响不明确。为此，我们根据专业协

会是否跨村将处置组分成两组，分别估计了它们的平均处置效应。表 6 第（1）和（2）列显示：当

专业协会只覆盖单个村庄时，其对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处置效应为正（数值为 0.106）且在 1%的

置信水平上显著，跨村协会的处置效应则不显著（t 检验也表明本村协会的处置效应显著大于跨村

协会的）。这意味着，我国农村专业协会跨村技术推广和信息服务可能产生的规模效应较小，不足

以弥补因忽视不同村庄农户异质性需求而造成的不利影响。对于人均农业收入而言，上述结论同样

成立——本村和跨村专业协会的平均处置效应分别为 0.144 和 0.006（前者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后者不显著）。不过，无论是本村还是跨村的专业协会对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仍都不显著。由此可

见，本村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主要源于其显著增加了农户的农业收入，这符合我国农村专业协会主

要致力于农业技术推广和信息服务的职能定位。 

 

表 6    农村专业协会制度安排的影响 

 协会村庄覆盖范围 协会是否收取会费 协会是否为集体民

主决策 

 本村 跨村 收取 不收取 是 否 

 引入分红 

机制 

 

 (1) (2) (3) (4) (5) (6) (7) 

结果变量：农户人均纯收入 

平均处置效应 0.106*** 

(0.036) 

-0.014 

(0.049) 

0.259*** 

(0.076) 

0.049 

(0.041) 

0.041 

(0.033) 

0.084** 

(0.036) 

0.012 

(0.067) 

效应差异 0.120** 

(0.060) 

    0.210*** 

  (0.083) 

0.008 

(0.052) 

0.073 

(0.075) 

处置组样本数 84 58 12 21 123 80 44 

                                                        
① 下文分析使用的是 5 对 1 最邻近匹配法，限于篇幅略去其他匹配方法的结果（结果总体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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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样本数 1980 1830 1556 1847 1980 1960 1849 

总样本数 2064 1888 1568 1868 2103 2040 1893 

结果变量：农户人均农业收入 

平均处置效应 0.144*** 

(0.050) 

0.006 

(0.057) 

0.332*** 

(0.083) 

0.125* 

(0.066) 

0.049 

(0.042) 

0.131*** 

(0.046) 

-0.034 

(0.081) 

效应差异 0.138** 

(0.075) 

   0.206** 

  (0.105) 

0.076 

(0.077) 

0.165** 

(0.091) 

处置组样本数 84 58 12 21 123 80 44 

对照组样本数 1978 1828 1554 1845 1978 1958 1847 

总样本数 2062 1886 1566 1866 2101 2038 1891 

结果变量：农户人均非农收入 

平均处置效应 0.087 

(0.077) 

-0.015 

(0.069) 

0.259 

(0.210) 

0.032 

(0.088) 

0.041 

(0.061) 

0.042 

(0.067) 

0.109 

(0.105) 

效应差异 0.102 

(0.104) 

  0.227 

  (0.215) 

-0.009 

(0.106) 

-0.067 

(0.123) 

处置组样本数 82 58 12 20 122 79 44 

对照组样本数 1929 1784 1514 1801 1929 1910 1802 

总样本数 2011 1842 1526 1821 2051 1989 1846 

注: “效应差异”一行是两列（即第(1)和(2)列、第(3)和(4)列、第(4)和(5)列、第(6)和(7)列）平均处置效应的差值。

利用修剪策略剔除了倾向得分分布尾部 2%的处置组样本以避免极端分布的影响，并剔除了落在共同支撑域外的处置

组和对照组样本。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其次，理论命题 1 指出，对于农户而言，缴纳会费体现了其参加专业协会提升生产率的努力程

度，但也意味着一种成本负担，因此会费制度对专业协会增收效应的影响不明确。为检验会费制度

的实际影响，我们根据专业协会是否收取会费将处置组分成两组，分别估计了每组的平均处置效应。

由表 6 第（4）和（5）列可知：引入会费制度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专业协会对农户农业收入的促进作

用（不过，t 检验表明这一强化作用不显著），但没有改变专业协会对农户总收入的影响。此外，理

论命题 1 还指出，若专业协会根据农户缴纳会费的一定比例进行盈余收入的返还分红，将有助于提

升专业协会对农户农业收入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较好地支持了这一点：表 6 第（3）列显示，专

业协会的增收效应显著增强——与第（4）列的结果相比，此时农户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农业收入的

平均处置效应显著增大（分别为 0.259 和 0.332，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①
 

最后，我们考察农村专业协会民主制度建设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依据专业协会在重大决策

时是否采用民主决策机制（一人一票制）将处置组村庄分成两组，分别给出每组平均处置效应的估

计。由表 6 第（6）和（7）列可知：采用民主决策机制的专业协会总体上具有更突出的增收效应，

体现在其对农户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农业收入的平均处置效应均显著为正（且数值较大），而未采取

民主决策机制的专业协会的影响则不显著（不过，t 检验表明，这两类协会纯收入处置效应的差异

不显著），这总体上较好地证实了理论命题 1 的结论。 

总体而言，上述结果较好地揭示出组织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对于优化完善我国农村专业协会的

制度安排和内部治理结构具有良好启示——更加注重不同村庄的差异性技术需求，引入盈余返还分

                                                        
① 由于收取会费但不分红的样本较少，无法给出准确估算，因此本文忽略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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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制度以有效激发农户学习运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加强组织民主制度建设以避免“精英捕获”等“异

化”现象，总体上有利于较好地发挥农村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 

4. 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 

上节考察了专业协会制度安排（内部治理结构）对其增收效应的影响。正如我们在引言部分所

指出的，大量研究指出外部制度环境（尤其政府政策扶持或不当干预）对于一个社会组织的良好运

转和作用发挥亦十分重要（Greenwood et al., 2011；Wry et al., 2013；黄晓春、周黎安，2017；徐林

等，2017）。这一点对于我国农村专业协会这一基层社会组织而言尤为关键——无论是组建还是运

行，其都需要很好地协调与其他重要治理主体（即上级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而且，如何更好地

发挥村委会尤其是上级政府对专业协会的政策支持引导作用、避免不当干预也是实践中农村专业协

会发展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见前文制度背景介绍）。为此，本节进一步考察外部制度环境（包括

协会发起主体和所在村庄与上级政府的关联度）对农村专业协会增收效应的影响。①
 

前文指出，我国农村专业协会主要是由上级政府、村委会和农户发起建立的（见表 1），而发起

主体的不同往往意味着专业协会与上级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进而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同。因此，我们

首先考察不同发起主体对专业协会增收效应的影响。特别地，我们将处置组村庄分为三组：上级政

府发起组、村委会发起组和农户自发组，分别估计了它们的平均处置效应。由表 7 第（1）—（3）

列可知：农户自发成立的专业协会的影响不显著，其他两类协会对农户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农业收入

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村委会牵头建立的专业协会的影响更为突出（两组估计系数的 t 检验

也支持了这一点）。 

 

表 7    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 

 协会发起主体 协会所在村庄与上级政府关联度 

 上级政府 村委会 农户 较低 较高 

 (1) (2) (3) (4) (5) 

结果变量：农户人均纯收入 

平均处置效应 0.062* 

(0.033) 

0.085** 

(0.035) 

-0.053 

(0.093) 

0.055* 

(0.029) 

0.009 

(0.060) 

效应差异 0.115           0.138* 

(0.094)          (0.095) 

0.046 

(0.068) 

处置组样本数 51 59 35 82 58 

对照组样本数 1960 1963 1759 951 1017 

总样本数 2011 2022 1794 1033 1075 

结果变量：农户人均农业收入 

平均处置效应 0.100* 

(0.053) 

0.118** 

(0.049) 

-0.051 

(0.100) 

0.085* 

(0.043) 

0.048 

(0.071) 

效应差异 0.151*          0.169* 

(0.110)          (0.108) 

0.037 

(0.084) 

处置组样本数 51 59 35 82 58 

                                                        
① 社会文化因素（如社会流动性）等也可能构成专业协会发展的重要外部制度环境，但由于缺少相关数据，本文无

法对这些因素的影响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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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样本数 1958 1961 1757 949 1017 

总样本数 2009 2020 1792 1031 1075 

结果变量：农户人均非农收入 

平均处置效应 0.059 

(0.082) 

0.057 

(0.074) 

-0.027 

(0.133) 

0.017 

(0.066) 

-0.010 

(0.095) 

效应差异        0.086 

       (0.153) 

0.083 

(0.153) 

0.027 

(0.116) 

处置组样本数 48 59 35 80 59 

对照组样本数 1910 1912 1716 930 987 

总样本数 1958 1971 1751 1010 1046 

注: “效应差异”一行是两列（即第(1)和(3)列、第(2)和(3)列、第(4)和(5)列）平均处置效应的差值。利用修剪策略

剔除了倾向得分分布尾部 2%的处置组样本以避免极端分布的影响，并剔除了落在共同支撑域外的处置组和对照组样

本。括号内为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这一结果较易理解也比较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详见前文制度背景介绍）。实践中，农村专业

协会的组建和运行需要投入人力、物力和场地等资源，也需妥善处理协调与上级政府和村委会的关

系。长期以来，我国农户自发组建的专业协会规模较小、经费有限，往往难以独立承担上述成本，

在与上级政府和村委会的沟通协调方面也普遍面临较大困难，这些无疑都会削弱此类协会的增收效

应。与之不同，上级政府和村委会发起组建的专业协会则往往可以获得较好的政策支持，从而较好

地应对组建和运行成本压力，亦可较好地处理与上级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但也意味着这些协会可

能会丧失一定的独立性、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干预，进而可能出现组织行为变异和功能扭曲。我们

的结果表明，与上级政府相比，由村委会作为发起人可更好地发挥前一种因素的积极作用，避免后

者的消极影响，更好地增强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原因可能在于：与上级政府相比，村委会具有明

显的信息优势，更熟悉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户的实际需求，与农户的利益分化也相对较小，可

以较好地起到呈上启下的作用，与专业协会能较好地做到功能互补。因此，今后在促进农村专业协

会的发展中，应特别注重其与村委会的相互协调，更好地发挥多元基层治理机制的互补作用、提升

增收效应。 

此外，与上级政府的关联紧密程度（即在上级政府任职的曾为本村村民的官员数量以及村委会

到乡镇政府的距离）也可能构成专业协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环境。为此，我们也考察了其影响。

具体而言，我们将样本村庄分为两组，即低关联组和高关联组，给出每组平均处置效应的估计。①由

表 7 第（4）和（5）列可知：就低关联组而言，专业协会对农户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农业收入的平均

处置效应均显著为正，高关联组专业协会的影响则都不显著（不过，t 检验显示这两组处置效应的

差异不显著），表明较高的关联度可能倾向于弱化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所

在村庄与上级政府的关联越紧密往往意味着，专业协会可能得到上级政府的政策支持越大，但同时

受上级政府的干预也可能越大；②故这一结果蕴示着，较大的上级政府干预可能会产生消极影响。

因此，如何更好地发挥上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引导作用、避免行政干预带来的潜在不利影响以营造良

                                                        
①
 我们利用在上级政府任职的曾为本村村民的官员数量和村委会到乡镇政府的距离构造了一个关联度指标，越大

（官员数量越多和距离越近）表明与上级政府关联越紧密。高关联组是该指标大于中位数的，其余为低关联组。 
② 徐林等（2017）的调查研究表明，曾为本村村民的上级政府官员出于乡土情结，往往会动用相关行政资源支持本

村经济社会（包括相关社会团体）的发展，但也容易形成―自上而下‖的强势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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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外部环境，是今后促进农村专业协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5. 稳健性检验 

本节进行一系列检验包括非观测变量影响检验和外溢效应检验等，以确保本文的基准结果是较

稳健可靠的。 

（1）非观测变量影响检验。正如前文指出的，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法能否较好地矫正选择偏

差问题取决于能否较好地控制观测变量尤其是非观测变量的影响。我们利用样本信息较丰富的特点

选取了 29 个匹配变量（前文的平衡性检验表明，本文较好地控制了这些观测变量的影响），并利用

双差分法消除了时间和个体的固定效应等非观测因素的影响。为进一步缓解对非观测变量影响的担

忧，本节对非观测变量的影响进行如下四组检验。 

首先，鉴于村长的重要性，我们检验与村长能力有关的潜在非观测变量的影响。基准分析控制

了事前时点的村长可观测特征，而双差分法又可较好地消除样本期内一直在任的村长不可观测特征

的影响，故未控制的因素可能主要在于样本期内村长更迭带来的变化。为此，我们剔除了样本期内

发生过村长更迭的处置组村庄，重新估计了平均处置效应。表 8 第（1）列显示：估计结果没有明

显变化，表明基准结果是较稳健的。 

其次，我们借鉴 Imbens（2004）的思路，通过剔除可能不合适的对照组样本来检验非观测变量

的影响。基本思想是：若存在一些不合适的对照组（由于某些非观测因素的影响，它们较其他对照

组而言具有更高的处置发生概率），而实证分析又没有较好地控制这些非观测变量的影响，那么剔

除这些对照组样本后，结果将会出现明显变化，反之则表明较好地控制了这些非观测变量的影响。

我们的数据额外提供了在 2003 年建立专业协会的村庄信息，这些村庄在样本期内（1997—2002 年

间）没有建立过专业协会，故是基准分析的对照组；但与其他对照组相比，（由于某些潜在非观测

因素的影响）这些村庄在样本期内成立专业协会的概率倾向于较高（既然它们能在 2003 年建立专

业协会），故可能不是合适的对照组。我们将它们剔除掉，重新估计了平均处置效应。由表 8 第（2）

列可知，结果没有明显变化，表明基准分析较好地控制了非观测变量的影响。 

 

表 8     稳健性检验：非观测变量影响检验和其他检验 

 非观测变量影响检验 外溢效应 

（安慰剂

检验） 

专业协会农户覆盖

率 

其他修剪策略 

剔除样本期内

村长更迭的处

置组样本 

剔除可能不

合适的对照

组样本 

较低 较高 1% 5% 

(1) (2) (3) (4) (5) (6) (7) 

结果变量：农户人均纯收入 

平均处置效应 0.035 

(0.057) 

0.046 

(0.029) 

-0.004 

(0.014) 

0.033 

(0.038) 

0.054 

(0.044) 

0.042 

(0.029) 

0.046 

(0.030) 

处置组样本数 55 144 647 69 74 145 139 

对照组样本数 1980 1958 1320 1980 1960 1980 1980 

总样本数 2035 2102 1967 2049 2034 2125 2119 

结果变量：农户人均农业收入 

平均处置效应 0.094 

(0.070) 

0.058 

(0.038) 

-0.004 

(0.018) 

0.048 

(0.052) 

0.087 

(0.054) 

0.056 

(0.037) 

0.058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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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组样本数 56 144 646 69 74 145 139 

对照组样本数 1978 1956 1319 1978 1958 1978 1978 

总样本数 2034 2100 1965 2047 2032 2123 2117 

结果变量：农户人均非农收入 

平均处置效应 0.130 

(0.098) 

0.051 

(0.053) 

0.032 

(0.029) 

-0.029 

(0.071) 

-0.031 

(0.081) 

0.063 

(0.054) 

0.058 

(0.055) 

处置组样本数 54 142 620 68 74 143 137 

对照组样本数 1929 1908 1297 1929 1910 1929 1929 

总样本数 1983 2050 1917 1997 1984 2072 2066 

注: 第（1）—（5）列利用修剪策略剔除了倾向得分分布尾部 2%的处置组样本以避免极端分布的影响，第（6）和

（7）列分别采用 1%和 5%的修剪策略；上述分析均剔除了落在共同支撑域外的处置组和对照组样本。括号内为标

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表 9       稳健性检验：非观测变量影响的模拟检验 

 

结果变量 

 

 

农户人均纯收入 农户人均农业收入 农户人均非农收入 

非观测干扰因子

的影响 

 

平均处

置效应 

 

（3） 

非观测干扰因子

的影响 

 

平均处

置效应 

 

（6） 

非观测干扰因子

的影响 

 

平均处

置效应 

 

（9） 

结果变

量 

（1） 

协会

建立 

（2） 

结果

变量 

（4） 

协会建

立 

（5） 

结果

变量 

（7） 

协会建

立 

（8） 

以如下二元匹配变量的经验分布为近似分布模拟生成干扰因子： 

村长性别（是否为

男性） 

1.059 0.884 0.048 

(0.042) 

0.914 0.856 0.054 

(0.056) 

1.178 0.879 0.054 

(0.081) 

村长学历（是否为

高中及以上） 

1.068 1.278 0.046 

(0.041) 

1.008 1.270 0.051 

(0.082) 

0.941 1.272 0.055 

(0.056) 

村长候选人是否需

要上级政府批准 

0.675 1.050 0.047 

(0.041) 

0.671 1.055 0.052 

(0.056) 

0.627 1.072 0.056 

(0.080) 

是否有较多的曾为

本村村民的上级政

府官员 

0.959 1.427 0.047 

(0.043) 

0.972 1.441 0.049 

(0.081) 

0.789 1.422 0.062 

(0.056) 

是否有较高的通电

农户比例 

0.750 0.850 0.045 

(0.042) 

0.651 0.861 0.052 

(0.082) 

1.165 0.872 0.054 

(0.056) 

村内是否铺设柏油

路 

1.532 1.186 0.046 

(0.040) 

2.539 1.377 0.040 

(0.054) 

1.050 1.213 0.071 

(0.079) 

村内是否有省级及

以上公路通过 

1.409 0.782 0.048 

(0.042) 

1.232 0.770 0.056 

(0.077) 

1.309 0.767 0.057 

(0.057) 

村内是否有县级公

路通过 

1.055 1.146 0.048 

(0.042) 

0.886 1.122 0.052 

(0.057) 

1.166 1.148 0.057 

(0.084) 

是否有较多的小学 1.159 1.550 0.046 1.138 1.523 0.060 1.233 1.547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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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79) (0.056) 

是否有较多的诊所 0.872 2.084 0.049 

(0.041) 

0.702 2.173 0.061 

(0.081) 

0.737 2.127 0.063 

(0.056) 

搜寻概率分布参数取值来模拟生成较极端干扰因子： 

较极端干扰因子1 1.522 12.992 0.036 

(0.045) 

1.517 12.416 0.046 

(0.058) 

1.531 12.906 0.023 

(0.091) 

较极端干扰因子2 9.474 1.941 0.036 

(0.044) 

9.472 2.032 0.034 

(0.055) 

9.696 2.049 0.019 

(0.080) 

较极端干扰因子3 1.017 0.117 0.047 

(0.045) 

1.014 0.099 0.067 

(0.060) 

1.014 0.112 0.053 

(0.090) 

较极端干扰因子4 0.257 1.019 0.046 

(0.041) 

0.254 0.939 0.047 

(0.055) 

0.251 0.979 0.056 

(0.084) 

注：该方法只能应用于哑变量，因此我们依据是否大于样本中位数将连续变量（曾为本村村民的上级政府官员数量、

通电农户比例、小学数量和诊所数量）变换为哑变量（是否有较多的曾为本村村民的上级政府官员、是否有较高的

通电农户比例、是否有较多的小学和是否有较多的诊所）。较极端的干扰因子是指：（样本匹配前）对协会成立或结

果变量具有较大影响的干扰因子。第（1）、（2）、（4）、（5）、（7）和（8）列的数值表示：（样本匹配前）干扰因子使

结果变量和协会建立概率变为原来的多少倍；大于 1 代表具有正影响，小于 1 代表具有负影响。第（3）、（6）、（9）

列给出的是将干扰因子依次作为新的匹配变量经 500 次模拟估计得到的专业协会的平均处置效应。括号内为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 

 

此外，我们利用 Ichino et al.（2008）提出的方法进行了一组模拟检验：通过考察模拟生成的潜

在非观测干扰因子（confounder）对结果的影响，来检验基准结果关于非观测变量影响的稳健性。

Ichino et al.（2008）提出两种模拟生成干扰因子的方法：（1）以二元匹配变量的经验分布为近似分

布模拟生成干扰因子；（2）模拟生成较极端（即样本匹配前对处置发生或结果变量具有较大影响）

的干扰因子—Ichino et al.（2008）称之为“干扰杀手（confounder killer）”。相比而言，第一种方法

可较好地捕捉与已有匹配变量相关的潜在重要非观测因素的影响，但也可能只是捕捉了某些特定非

观测因素的影响；第二种方法更为可取，但需要搜寻分布参数（通常为 4 个）的各种可能取值（在

[0,1]区间内）以构造干扰因子的分布，运算负担较重。 

我们同时采用了这两种方法，模拟生成了 14 个干扰因子。在运用第一种方法时，依据对于农

村经济发展重要性这一原则，我们选取了 5 类共 10 个较重要的匹配变量（详见表 9），以它们的经

验分布为近似分布模拟生成了 10 个干扰因子，将它们依次作为新的匹配变量，经 500 次模拟估计

了专业协会的平均处置效应。由表 9 可知：（样本匹配前）这些干扰因子既有对结果变量和专业协

会成立具有正影响的、也有负影响的（第（1）、（2）、（4）、（5）、（7）和（8）列的系数大于 1 代表

正影响，小于 1 代表负影响），故包含了可能导致基准结果高估或低估的非观测因素；估计的平均

处置效应与基准结果相比，数值上出现了一些变化，但基本结论保持了较好的稳健性。在运用第二

种方法时，我们汇报了 4 个较极端干扰因子的影响：一个是对专业协会成立具有较极端正影响的（样

本匹配前，使协会成立概率变为原来的 12.992 倍，见表 9 第（2）列）；一个是对结果变量具有较极

端正影响的（样本匹配前，使农户人均纯收入变为原来的 9.474 倍，见表 9 第（1）列）；一个是对

专业协会成立具有较极端负影响的（使协会成立概率变为原来的 11.7%）；一个是对结果变量具有较

极端负影响的（使农户人均纯收入变为原来的 25.7%）。以它们作为新的匹配变量，500 次模拟估计

得到的结果与基准结果相比，数值上有一些变化，但基本结论保持了较好的稳健性。上述检验（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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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较极端因子的影响检验）有助于较好地缓解关于非观测变量影响的担忧。①
 

最后，我们借鉴 Pinotti（2017）的思路利用随机抽样方法构造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从样

本村庄中随机抽取产生 146 个新的处置组和 1980 个新的对照组（146 和 1980 为真实处置组和对照

组数量），以此为基础估计平均处置效应；重复上述过程 1000 次，得到 1000 组结果（分布见图 2）。

既然处置组和对照组是随机抽取产生的，因此若基准分析已较好地控制了非观测变量的影响（或是

非观测变量的影响较弱），则这些结果应服从均值为零的正态分布——这得到图 3 的较好支持，表

明基准分析总体上较好地控制了非观测变量的影响。 

结合上述检验结果，我们无法完全排除但可审慎地认为：总体上较好地控制了非观测变量的影

响，从而较好地矫正了选择偏差问题（即内生性问题）。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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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平均处置效应(农户人均非农收入)

 

图 3 随机生成处置组和对照组样本的平均处置效应分布图 

注: 图中实竖线代表本文的基准结果（见表 5），两条虚线代表随机模拟结果的 95%置信区间。
③

 

 

（2）其他检验。村庄间可能存在的外溢效应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Dinkelman, 2011）。就

                                                        
①
 在利用第一种方法模拟生成随机干扰因子时，选取的 5 类共 10 个匹配变量包括：村长个人特征（即村长的性别和

学历（是否为高中及以上））、村级民主程度（即村长候选人是否需要上级政府批准）、村庄与上级政府的关联程

度（即曾为本村村民的上级政府官员数量）、基础设施条件（即村内通电农户比例、村内是否铺设柏油路、是否有

省级及以上公路通过和是否有县级公路通过）和公共服务水平（即村庄的小学数量和诊所数量）。这一方法只能应

用于哑变量，故将连续变量变换为哑变量（即大于样本中位数，赋值为 1；否则为零）。我们也尝试以 4 个关于村

庄草地质量的匹配变量的经验分布为近似分布构造干扰因子，检验结果类似。在运用第二种方法时，我们在[0,1]区

间内搜寻 4 个概率分布参数的取值来模拟生成较极端的干扰因子。我们也尝试模拟生成更极端的干扰因子（分别使

协会成立概率和农户人均纯收入变为原来的 90 余倍），基本结论保持不变。限于篇幅，略去详细结果。关于这种模

拟检验方法的技术细节，请参见 Ichino et al. (2008)。 
② 本文使用的是两年面板数据，这限制了我们对平行趋势假定的直接检验。平行趋势假定要求处置组和对照组结果

变量的事前变化趋势一样，否则两组样本结果变量的差异可能是由非观测的事前变化趋势差异导致的（而非完全由

处置发生造成的）。因此，这一假定检验本质上也属于一种非观测变量检验。由本节的非观测变量影响检验（4 大

组共 24006 个检验）来看，这一问题可能并非突出。今后，在很好获取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更完善的检验（包括平行

趋势假定的直接检验）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我们也将持续追踪这一问题。感谢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

见。 
③ 基准结果位于随机模拟结果的 95%置信区间内，故接受原假设（即结果不显著），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基本结

论（即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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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而言，如果处置组村庄建立的专业协会的影响外溢到了对照组村庄，使得对照组村庄农户

的收入水平发生了变化，那么基准结果将会有偏。为此，我们构造了一个安慰剂检验——将那些与

处置组村庄处在同一乡镇的对照组村庄作为新的处置组，将其他对照组村庄视作新的对照组。样本

期内，新的处置组和对照组村庄均未建立过农村专业协会，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可能受到潜在外

溢效应的影响（它们与真实的处置组村庄同处于一个乡镇）——若果真如此，则会出现一个显著的

处置效应。由表 8 第（3）列可知，新的（尤其人均纯收入和农业收入的）处置效应数值较小且不

显著，表明没有明显证据支持专业协会产生了显著的外溢效应，①故基准结果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此外，我们也尝试考察专业协会农户覆盖率（即参加协会的农户占村庄总农户的比重）的影响。

具体而言，我们将处置组村庄分为两组：高覆盖组（农户覆盖率高于样本 50%分位数的）和低覆盖

组（农户覆盖率低于样本 50%分位数的）②，分别估算了这两组的平均处置效应。由表 8 第（4）和

（5）列可知，这两组的平均处置效应均不显著，表明基准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最后，为避免极端分布的影响，我们在基准分析中利用修剪策略剔除了倾向得分分布尾部 2%

的处置组样本。为检验基准结果对于不同修剪策略的稳健性，我们也分别尝试采取 1%和 5%的修剪

策略（即分别剔除倾向得分分布尾部 1%和 5%的处置组样本）。表 8 第（6）和（7）列显示，结果

没有明显变化，即基准结果是较稳健的。 

 

六、结语 

 

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是世界各国共同关注和持续追求的目标。历经 40 年的积极探索，我国逐

步形成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村委会为主体、社会组织为有机组成的农村多元化基层治理结构。

本文以农村专业协会这一基层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首先构建一个简单理论模型，剖析专业协会及

其制度安排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提出理论命题；进而利用 1997 和 2002 年 2126 个村庄的调查数据

和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 

理论分析表明，农村专业协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不明确，与其具体的制度安排有关。这得到实

证分析的良好证实：总体而言，农村专业协会没有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增收方面发挥显著的

积极作用；引入会费制度对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没有产生较明显的影响，引入盈余返还分红机制则

可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提升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加强组织内部民主建设亦总体有助于较好地发

挥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立足单个村庄需求建立的专业协会较跨村协会而言更有利于促进农户增

收。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外部制度环境对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也具有重要影响：由村委会作为协

会发起人有利于发挥多元基层治理机制的互补作用，提升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所在村庄与上级政

府的关联较紧密则倾向于削弱专业协会的增收效应。 

上述主要结论总体上具有较好的一般性和规律性，对于新时代如何促进农村专业协会更好地发

展以完善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更好实现乡村振兴具有良好的启示意义。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乡村振

兴战略，为更好地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政府应更加积极地培育、促进农村专业协会等基层社会组织

的发展，全面提升农村的组织化程度。就本文研究来看，这需要着重加强如下两方面的建设。第一，

                                                        
①
 由于缺少相关地理信息，无法确定样本村庄间是否接壤或计算村庄间的距离。在此情况下，我们考虑了最可能存

在外溢效应的情况，即同属于一个乡镇的处置组和对照组村庄。鉴于我国农村的户籍管理较严格，村庄间的农户迁

移较为困难，因此农村专业协会没有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比较符合直观预期。 
② 高覆盖组和低覆盖组的农户覆盖率的均值分别为：30.0%和 2.6%。 



公共经济评论                                                            2020 年第 06 期 

 

44 

 

应进一步优化健全农村专业协会的制度安排和内部治理结构。特别地，应进一步完善农村专业协会

章程，积极引导农户设计构建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专业协会制度架构；尤其应完善激励机制，适

当引入盈余返还分红机制以有效激发农户的主体积极性，切实加强组织内部民主建设（包括民主决

策和民主监督机制建设等）以有效避免“精英捕获”等“异化”现象，保护农户的合法权益和利益

诉求，同时也应更加注重不同村庄农户的异质性需求。第二，应营造有利于农村专业协会发展的良

好外部环境，特别应明确规范上级政府以及村委会和专业协会等多元基层治理主体的关系，有效调

动各主体的积极性，通过规范的制度安排更好地发挥多元主体间的互补作用。一方面，应进一步增

强上级政府和村委会对农村专业协会的政策支持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进一步明晰各主体的

治理边界，切实避免村委会尤其上级政府对专业协会的不当干预，更好地发挥农村专业协会在促进

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增收中的积极作用。①上述这些研究发现和政策建议对于我国其他基层社会组

织的发展亦具有良好的普适性。 

 

附录:主要证明②
 

1. 农户的一阶最优条件 

将（4）和（6）式代入（5）式，构建如下形式的哈密尔顿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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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由 0/  aL 可得（7）式，由 0/  nL 可得（8）式，由 0/  C 可得（9）式，由欧拉方程

K / 可得（10）式。由农户家庭农业生产利润（即农业收入
a ）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最

优条件 0/  Ka 可得（11）式。 

2. 稳态农户收入 

由经济稳态均衡时 0 a ，并将（6）和（11）式代入可得： 

                             r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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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a2）和（11）

式可得稳态的农业劳动和资本投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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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8）和（9）式可得： ])1/[(1 wCLL na   ，结合（a2）—（a5）式可得稳态的非农劳动投

入为： 

                                                        
①
 本文没有考虑农村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这类经济组织，今后在很好地获取长时期和较新的丰富微观数据的基

础上，深入比较分析不同时期专业协会这类社会组织的影响及其与合作社这类经济组织的影响差异，无疑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研究方向，我们将持续追踪这一问题。十分感谢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②
 为了行文更简洁，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略去变量的脚标 i 和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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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a4）—（a6）式代入（4）式可得（12）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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